
20231

中

州

学

刊

二
〇
二
三 

年
第
一
期
（
总
第
三
一
三
期
）

ACADEMIC  JOURNAL  OF  ZHONGZHOU

ACADEMIC    JOURNAL    OF    ZHONGZHOU

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
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期刊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综合评价AMI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
河南省一级期刊

中
华

人
民共和国新闻出

版

总
署



学 者 风 采
陈望衡　男，1944年生，湖南邵阳人，大阪大学

博士，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院驻院研究员。曾为新加坡国立大学、美

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德国克里尔大学访问学者，曾应

邀在哈佛大学顿巴敦橡树园高级研究中心、斯坦福大

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芝加哥大学、康涅狄格学

院、大阪大学、立命馆大学、东京大学、新加坡国立大

学、首尔大学、北京大学讲学。在《中国社会科学》

《文学评论》《光明日报》发表论文数百篇，出版专

著《文明前的“文明”》《大唐气象》《中国古典美

学史》《环境美学》等40余部，国外出版英文著作《中国环境美学》《狞厉之美——中

国青铜艺术》等多部。《文明前的“文明”》荣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

奖，《环境美学》荣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

项目《中国环境美学史研究》一项，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唐朝审美意识研究》

《生态文明美学研究》两项。学术思想主要有“境界本体论”、环境美学“三居”（宜

居、利居和乐居）论、环境审美本质“家园感”论。近年开辟生态文明美学新领域，已

在国内外产生一定影响，受到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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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中国式现代化与生态文明建设”专题

以更高理论自觉推进全面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国家 郇庆治 ／ ５

以中国式现代化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 赵建军 ／ １２

文明范式变革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形态 邬晓燕 ／ １８

当代政治

接诉即办中党员干部担当作为的表现和促进

　 　 ———基于北京市 １００ 个案例的分析 辛自强 ／ ２６

思想政治教育与法治建设相互作用机理探析 吴宏亮　 薛建龙 ／ ３７

经济理论与实践

数字经济影响下全球价值链的重构走向与中国应对 伦　 蕊　 郭　 宏 ／ ４４

三农问题聚焦

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落实情况、制度完善与分区域保供路径 刘　 慧　 赵一夫 ／ ５２

法学研究

就业形态下灵活就业群体劳动权益保障研究 徐新鹏　 袁文全 ／ ６１

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研究

慈善组织参与社会救助：功能价值与效用机制 李　 健　 成鸿庚 ／ ７０

民生财政视角下低收入群体实现共同富裕的指标体系构建与路径探析 朱晓燕 ／ ７９

伦理与道德

共同富裕：从不完全正义走向完全正义 龙静云 ／ ８７

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思想结晶 成海鹰 ／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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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研究

《齐物论》专题

再读《齐物论》：从道不可说到经世致用 李　 巍 ／ １０３

“齐物”：从慎到到庄子 王玉彬 ／ １１２

自我转化的隐喻

　 　 ———以《齐物论》“吾丧我”为线索 匡　 钊 ／ １１８

历史研究

唐五代时期民众就医服药观念的形成 张剑光 ／ １２５

明中后期州县田赋征收中的头役佥派 彭　 勇　 蒋玉晨 ／ １３４

文学与艺术研究

西周颂赞性铭文的结构及生成 徐正英　 陈芳兵 ／ １４５

从“仁者乐山”到《文心雕龙》“以山喻文” 吴中胜 ／ １５２

北朝的夷夏融合与中华美学的构建 陈望衡 ／ １５９

新闻与传播

具身、交互与创造力：认知传播视域下 ＡＩ 艺术的实践逻辑 顾亚奇　 王琳琳 ／ １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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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更高理论自觉推进全面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国家

郇庆治

　　摘　要：像党的十九大报告一样，贯穿党的二十大报告的主线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但前者的重点在于阐明这一思想的主要理论观点，而后者的重点则在于强调这一思想确立之后的全面贯彻落实和

实践指导引领。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一重大政治与政策议题做了系统深

刻的阐述，不仅构成了对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理论体系意涵的世界观方法论视角下的概括阐发，也是对我国未

来五年乃至更长时间内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全面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战略部署，
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引与实践规约意义。

关键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世界观方法论；立场观点方法

中图分类号：Ｄ６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３）０１－０００５－０７

　 　 习近平同志代表党中央所作的党的二十大报告

对“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一重

大政治与政策议题做了系统深刻的阐述。 这些系统

阐释不仅构成了对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理论体系

意涵的世界观方法论视角下的概括阐发，也是对我

国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间内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全面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的新战略部署，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引与实践规约

意义。

一、“两个全面”伟大进程之中的
生态文明建设

　 　 总体而言，像党的十九大报告、党的十八大报告

等一样，党的二十大报告在结构上也分为“总论”和
“分论”两大部分，而总论又分为“过去工作总结”

“（理论）开辟新境界”“（实践）新使命任务”三个篇

章。 正是在这总论性的三章中，党的二十大报告既

高度肯定了进入新时代以来的十年党中央带领全党

和全国人民所取得的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巨大

成就，也大致勾勒了生态文明建设在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简
称“两个全面”） 伟大进程中所面临的新使命、新
任务。

１．新时代十年生态文明建设的巨大成就

在题为“过去五年的工作与新时代十年的伟大

变革”的第一章，党的二十大报告分别从五年和新

时代十年两个维度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进展

及其成效做了总结评价。 前者只用了极其简明扼要

的一句话，即“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后者则在

“美丽中国”即“我们的祖国天更蓝、山更绿、水更

清”的统摄性术语之下，做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概括：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１１－１７
基金项目：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２０２１ 年度重大项目“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体系

研究”（２１ＬＬＭＬＡ０４６）；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专项项目“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的媒介、路径、机制及其经验研

究”（２０２２ＪＺＤＺ０１１）。
作者简介：郇庆治，男，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

聘教授（北京　 １００８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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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山

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全方位、全地

域、全过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更

加健全，污染防治攻坚向纵深推进，绿色循环低碳发

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

性、全局性变化，我们的祖国天更蓝、山更绿、水更

清。” ［１］１１而在进一步阐述这方面还依然存在着的

不足和面临的困难与问题时，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

指出：“生态环境保护任务依然艰巨。” ［１］１４

由此可见，对于“生态文明及其建设”这一政治

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给出了一个基于主要是十年

考量的、更为全面整体性的肯定评价。 这些评价明

显高于党的十九大报告的“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

著” ［２］和党的十八大报告的“生态文明建设扎实展

开” ［３］ 。 而在强调工作中依然存在的问题挑战时则

使用了相近的表述，即分别是“生态环境保护任重

道远” ［２］和“生态环境……问题较多” ［３］ 。
而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不仅要从生态环境保护

治理所取得的切实成效的意义上，还要从党的二十

大报告所强调的新时代十年经历的“三件大事”和

“五史”高度来看待这些生态文明建设成就。 所谓

“三件大事”就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历史任务［１］４；而“五史”是指党史、新中国史、
改革开放史、 社会主义发展史、 中华民族发展

史［１］１４。 也就是说，我们要把生态文明建设这一议

题领域所取得的巨大进步置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建设的宏阔背景与语境之下。 依此而论，在笔

者看来，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将其概括为如下三

点［４］ 。
其一，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形

成确立了自己完整系统的生态文明理念原则及其治

国理政方略，也就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标志着党

对于全面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及其

运用能力的划时代的提升。
其二，建设生态文明的“美丽中国”成为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明确目标性追求，
“绿色”成为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实现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的靓丽底色。
其三，当代中国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

推动和领导力量，包括全球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

在内的一系列重大生态环境难题及其应对的中国力

量、中国方案、中国贡献，日渐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

共识。

２．坚持并不断丰富发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在题为“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

界”的第二章，党的二十大报告尽管并没有单独论

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但却明确强调指出：“十九

大、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十个明确’、‘十四个坚

持’、‘十三个方面成就’概括了这一思想（即“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必
须长期坚持并不断丰富发展” ［１］１７。

在此基础上，党的二十大报告特别强调，长期坚

持并不断丰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关键之点，是努力做到“两个结合”和把握好它的

“世界观方法论”并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

观点方法”。 所谓“两个结合”，就是不断将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相结合，如此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

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

机和旺盛活力，从而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

代化的新境界；而对于其世界观方法论意蕴及其主

要立场观点方法的概括则是“六个坚持”，即必须

“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自信自立”“坚持守正创新”
“坚持问题导向” “坚持系统观念” “坚持胸怀天

下” ［１］１８－２１。
对于无论是“两个结合”还是“六个坚持”的一

般哲学理论与方法论意涵，学界还需要做更深入的

研讨［５］ 。 而具体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我们

不仅要更加强调其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体系有机组成部分的整体性、互构性、贯通性［６］ ，
还要注重发挥它作为科学理论体系和世界观方法论

的理论指导与实践形塑意义。 对此，笔者在后文中

将做出更详尽的阐述。
３．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
在题为“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

务”的第三章，党的二十大报告分别阐述了新时代

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即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表征，即人口规模巨

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

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全面建成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阶段性目标，即分别到世纪

中叶、２０３５ 年和未来五年的目标任务，而在上述三

个方面生态文明及其建设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

作用。
对于前者，“美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

的五个标志性规定性之一，即富强、民主、文明、和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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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美丽。 也可以说，“美丽”或“美丽中国”建设正

在日益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总目标的旗舰性术语

表达———党的二十大报告的第十篇章中所使用的最

高伞形术语就是“美丽中国”建设。
对于中者，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了“中国

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并强调：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无止境地向自然索取甚

至破坏自然必然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 我们坚持可

持续发展，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

的方针，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坚定

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

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１］２３

需要强调的是，这虽然不是习近平同志首次阐

述“我国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

观点［７］ ，但将其置于“中国式现代化”五大表征体

系之下并作为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的总体依据加以阐述，仍具有极其重要的政治与理

论意义。 而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

化”这一短语表述而言，笔者认为，至少应从如下三

重意义上来加以理解［８］ 。
其一，它是基于历史经验总结与反思的新现代

化观。 这一认识之所以能够形成确立，在很大程度

上得益于对我国近两个世纪以来的现代化历程和新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现代化所取得的历史性

进步的深刻总结。
其二，它是对我国进入新时代之后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建设目标追求的新构想愿景，因而既要尊

重世界各国积聚认同的现代化普遍性特点，也要努

力呈现构筑自身的现代化特征。
其三，它是面向当今世界现代化发展转型重塑

的新理念追求，因而既要学习借鉴人类社会过去形

成的现代化经验，更要大胆思考创新以克服现代化

现实所面临着的诸多结构性困境挑战。
对于后者，党的二十大报告更细化阐述了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体系”或“路线

图”，即到 ２１ 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

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到 ２０３５ 年时，“广泛形

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生态

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在未来五

年中，“城乡人居环境明显改善，美丽中国建设成效

显著” ［１］２４－２５。 应该说，至少从文字表述来看，这些

目标任务的阐释与党的十九大报告保持了很强的连

续性［２］２８－２９，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对于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长远考量与战略

定力。

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
体系意涵及其世界观方法论意蕴

　 　 依据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的权威性表述，即党的十

九大报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党

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所系统阐

述的“十个明确” “十四个坚持” “十三个方面成

就”，我们不仅可以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

体系意涵做出更加精准意义上的归纳概括，还可以

从比较视角初步阐明它的世界观方法论意蕴。
首先，党的十九大报告系统阐述了“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八个明确”的主要

内容，而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

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又单

列增加了“两个明确”。 因而，这“十个明确”分别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

特征、最大优势和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总任务；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

要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五位一体”总体

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

标；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必须坚持和完善社

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中国

特色大国外交的目标任务；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方

针［９］２４－２５。 这其中，与生态文明及其建设直接相关

的是第二个和第四个“明确”。 前者表明了“建设美

丽中国”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五大标

志性目标之一，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重要内容；后者则明确规定

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

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要求将其融入经济建设、
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

其次，党的十九大报告全面阐述了构成“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方略的

“十四个坚持” ［２］２０－２６：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新发展

理念，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坚持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

民生，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总体国家安全

观，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一国两

制”和推进祖国统一，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坚持全面从严治党。 不仅如此，报告还对“坚持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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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一基本方略的核心内容做了

进一步阐述，强调建设生态文明的长远与根本重要

性以及必须遵循推动的一系列生态理念原则与制度

政策变革举措，从而逐步实现从生产生活方式到文

明发展道路的深刻绿色转型。 也就是说，“坚持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基本方略之一的地位，在党的十九大报告

中已经得到充分阐述，而党的二十大报告以“中国

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为题的论

述，更多的是一种新视角下的再确证。
最后，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党

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又以“十
三个方面成就”的方式系统概括了进入新时代十年

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伟大变革，其中

也包括理论认识上的重要成果［９］２６－６２：在坚持党的

全面领导上，在全面从严治党上，在经济建设上，在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上，在政治建设上，在全面依法治

国上，在文化建设上，在社会建设上，在生态文明建

设上，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上，在维护国家安全上，在
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上，在外交工作

上。 其中，对于生态文明及其建设，《中共中央关于

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强调指

出，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从思想、法律、体制、组
织、作风上全面发力，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加强生

态环境保护，推动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

线、资源利用上线，开展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

性工作……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我国生态

环 境 保 护 发 生 历 史 性、 转 折 性、 全 局 性 变

化” ［９］５１－５２。
基于党的二十大报告所做出的权威性表述，有

理由认为，“十个明确” “十四个坚持” “十三个方面

成就”中的有关论述，就构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的主体性内容或理论体系。 当然，这并不意味

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这三个部分之间就简单

是一种“明确（观点）” “坚持（原则）” “（取得）成

就”的结构或逻辑关系，而是还需要我们做更进一

步的理论归纳、凝练和阐发。
概括地说，近年来国内学界更多是从“为什么

建设—建设什么样的—怎样建设”的（环境）政治哲

学三维框架来概括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体系

意涵［１０］－［１１］ ，强调其作为一个完整理论体系理应

包括的我国生态文明及其建设的重大意义、理论意

涵与未来愿景和重大战略部署及任务总要求等三个

方面的系统性观点和政策主张。 沿着这一思路，笔

者提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既是以习近平同志

为主要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广义的生态环

境保护治理或生态文明建设议题的理论思考及其政

策实践、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

部分，也是当代中国的和 ２１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生态

学、中国共产党新时代的绿色政治意识形态与治国

理政方略、中国特色风格气派的环境人文社会科学

理论，而党的十八大报告、党的十九大报告和“５．１８”
《讲话》分别构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统一理

论框架之下的三个具体体系样态；不仅如此，我们还

可以进一步从这些权威文献中概括归纳出它的“十
个核心概念”和“八个基本命题” ［１２］ 。 这“十个核

心概念”包括：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中华民族永

续发展·美丽中国·清洁美丽世界；人与自然生命

共同体·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人类命运共

同体；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节约资源与保

护环境基本国策·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建设“两
型”社会·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方

针；生态文明经济（分阶段构建的节约资源、保护环

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绿色发展；生态文明制度

体系；全球生态文明建设。 这“八个基本命题”包

括：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

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公

共产品、最普惠民生福祉，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必须按

照系统工程的思路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保
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建设美丽中国

必须转化为人民自觉行动，中国是全球生态文明建

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至少从话语理论

体系的完整性角度来看，笔者认为，正是这些体系样

态、核心概念和基本命题作为一个整体，共同支撑起

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理论体系。
基于上述认识，如果对照党的二十大报告等权

威文献文本后就会发现。
其一，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生态文明及其建设

的论述，在结构上明显呈现为一个不同于上述三个

重要文献所展示出的、关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

理论体系样态。 或者说，它是按照另外一种阐述或

逻辑架构来展开的：理论的世界观方法论意蕴、实践

与践行这一理论的原则方针、实践指向的新战略部

署及任务总要求———其着重点从思想内容的阐明转

向了理论对实践的引领。
其二，一方面，就“生态文明”“美丽中国”“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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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和谐共生”“绿色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 ５ 个

关键词在最近四次党代会报告中出现的频率而言，
可以发现，“生态文明及其建设”出现频率最高的是

党的十八大报告（１５ 次），“美丽中国”出现频率最

高的是党的十九大报告（６ 次），“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和“绿色发展”出现频率最高的都是党的二十大

报告（分别为 ４ 次、７ 次），而“生态环境保护”出现

频率最高的是党的十八大报告和党的二十大报告

（各 ８ 次）———多少有些意外的是，“生态文明及其

建设”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只出现了 ２ 次，与党的

十七大报告相同；另一方面，就“十个核心概念”在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出现的频率来说，其重复率或吻

合度还是比较高的：除了未明确或完整提到“建设

‘两型’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和“全球

生态文明建设”，以及仍然未能够确认“生态文明经

济”，其他核心概念都被（数次）使用过，表明了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核心概念的广泛认可度和稳定性。
其三，相对于“十个核心概念”的情形，“八个基

本命题”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出现的重复率或吻合

度要低得多：明确或被多次提及的只有“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和“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必须按照系

统工程的思路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等。 对

此的合理解释是，这既与党的二十大报告论述的重

点和思路转变直接相关，也要求我们同时考虑报告

所提出的一些新命题新论断，比如“站在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协同推进”生态环境保

护治理与经济增长、绿色发展等多个维度或方面。
总之，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生态文明及其建设

论述的重心，并不在于重叙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

主要构成性内容，尤其是它的核心理念原则和基本

命题论断，而是致力于强调或阐明如何将这一党的

创新理论运用于全面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实践中。 尤其是，要通过对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作为科学理论体系的不断深入学习研

究而把握住它的一般世界观方法论意蕴及其主要立

场观点方法，进而将其自觉运用于科学认识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特征与本质要

求，全面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的新战略

部署及任务总要求。

三、生态文明建设的新历史任务与
战略部署要求

　 　 党的二十大报告的第十章以“推动绿色发展、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题，系统阐述了全面贯

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统筹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现代化的世界观方法论、践行行动原则和战略部

署及任务总要求。 从结构上说，这一篇章像党的十

九大报告、党的十八大报告一样，也是先总后分的阐

述架构，即前两个自然段为先后相继的总述，后四个

自然段为并列性的分述。 但有所不同的是，它不仅

在整体篇幅上要短小精炼些，而且没有采用一个概

述性的结尾。
在第一自然段，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大自然

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 尊重自然、顺应

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

内在要求。 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

展” ［１］４０－５０。 可以看出，这里既可以理解为对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理念原则的简明阐述，但更

应解读为强调这一思想对于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世界观认识论实

践论意义，尤其是要做到“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高度谋划发展”。
在第二自然段，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我们要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

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

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
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１］５０

不难发现，这里的重点是在“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目
标宗旨下，努力实现“自然生态系统的一体化保护

治理”“整个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的协调统筹” “生态

环境保护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 “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的整体推进”。 换言之，它所关注的已不

再是各种理念原则本身，而是将它们转化为处理好

这四个层面的社会 （人） 与自然关系的立场观点

方法。
在随后的四个自然段，党的二十大报告分别阐

述了“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深入推进环境污染

防治”“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积
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等新四大战略部署及任

务总要求［１］５０－５２。 概括地说，“加快发展方式绿色

转型”主要强调了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转

型对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极端重要性，因而必须通

过大力实施经济产业结构调整优化、资源节约集约

高效利用、支持绿色发展的经济促进政策、节能降碳

先进技术研发与推广应用、绿色消费等政策措施，尽
快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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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进一步强调了应坚持并加大

力度推进各种污染防治、污染物协同控制、生态环境

保护治理、城乡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制度举措，不
断健全国家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提升生态系统多

样性、稳定性、持续性”着重强调了持续推进实施重

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尤其是以国家公园

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推行草原森林河流

湖泊湿地休养生息、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加
强生物安全管理等重大制度举措；“积极稳妥推进

碳达峰碳中和”则在强调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

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的同时，明确要

求立足我国能源资源禀赋，坚持先立后破，有计划分

步骤实施碳达峰行动，既要不断完善能源消耗总量

和强度调控，逐步转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
度，也要深入推进能源革命，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

体系，确保国家能源安全。
总体而言，上述四个方面既可以理解为未来五

年党和政府关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战略部署

及任务总要求，也可以解读为全面贯彻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

建设亟须突破攻坚的关键性问题，并且在很大程度

上延续了党的十九大报告、党的十八大报告的问题

确定与阐述次序。 比如，与党的十九大报告论述的

四大战略部署（即“推进绿色发展” “着力解决突出

环境问题”“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 “改革生态环

境监管体制”）相比，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前三点上是

非常相似的；再比如，与党的十九大报告、党的十八

大报告论述的整体架构相比，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有

着很强的延续性，即第二点和第三点都是围绕着生

态环境保护治理展开论述的，而第一点和第四点都

是对一些具体性主题的阐发规定———党的十九大报

告强调的是“推进绿色发展”“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

制”，而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的是“优化国土开发格

局”“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而事实也证明，这
些具体性主题是其后五年左右党和政府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的“重中之重”。
此外，值得提及的是，与党的二十大报告整体的

简洁朴实文风相一致，这一篇章也省去了概述性的

结语，因此相应地，也就不像党的十八大报告、党的

十九大报告那样明确提到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观）”等重要术语。 当然这绝不意味着任何意义上

的这方面的基本立场观点发生改变，因为比如党的

二十大修改后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仍然保持了“中
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明确

表述（“总纲”第 ２０ 条） ［１３］１５。

结　 论

像党的十九大报告一样，贯穿党的二十大报告

的主线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只不过前者的重点在于阐明这一思想的主要

理论观点，而后者的重点则在于强调这一思想确立

之后的全面贯彻落实和实践指导引领。 可以说，这
是我们深入学习理解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生态文明

及其建设论述以及其他专题部分的“锁钥”。
基于此，一方面，我们需要进一步明确与坚持关

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已有理论共识，比如关于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主要方面的“十个坚持”概括：
坚持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坚持生态兴则

文明兴、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坚持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坚持绿色发展是发展观的深刻革命、坚持统筹山水

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

治保护生态环境、坚持把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全体

人民自觉行动、坚持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１４］２－３；
同时，也应当继续深入研究阐释关于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的许多重要基础性理论与实践问题，比如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体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的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基础与原创性贡献、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确立以来的丰富发展及其理论创

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地域践行进路模式及其

普遍意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国际传播以及全

球生态文明建设话语体系构建等。
另一方面，同样值得高度关注的是，党的二十大

对《中国共产党章程》做了进一步的修改完善。 其

中涉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容主要有如下两点：一是

在“总纲”第 １１ 条中，提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的五大新发展理念时增加了“新”字，并进一步

强调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

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二是在

“总纲”第 ２４ 条中，阐述“推动建设持久和平、普遍

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１３］９

的总目标时增加了“清洁美丽的世界” ［１３］１７，以涵

盖促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内容。 至此，关于

生态文明及其建设这一政治与政策议题的主要术

语，比如“生态文明建设”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美
丽”“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 “可持续发展

战略”“两型（即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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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座）山理念” “三生道路（即生产发展、生活富

裕、生态良好）” “绿色发展”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相处）”等，都已经被吸纳进《中国共产党章程》。
而无论从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生态文明建设的治国

理政能力提升还是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全面贯

彻落实角度来说，党章所做出的这些修改完善都具

有重大的政治与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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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式现代化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

赵建军

　　摘　要：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

情的中国特色。 作为区别于西方现代化发展的中国道路，中国式现代化克服了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生态危

机，以及由于人与自然关系失衡所产生的诸多社会问题。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涵与

本质特征。 通过对现代化进程中的生态问题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

和政治主张上与西方生态现代化截然不同，这使得中国式现代化在世界历史语境中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成为超

越西方生态现代化的理论形态和实践范本。 中国式现代化集全党意志、集国家力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与永续发展，就是走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之路。
关键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生态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Ｄ６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３）０１－００１２－０６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

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

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

新形态。” ［１］２３－２４从中国式现代化本质最终指向上，
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可以理解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现代化要实现超越西方现代化进程中所形成的工业

文明，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作为中国

生态文明建设的最终目标，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理应在中国式现代化众多内涵中具有突出的位置，
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本质。

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
现代化的本质特征

　 　 中国式现代化本质中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马

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鲜明本质特征。 马

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是由生产力

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的，在生产力的进步性

上，人类的生产活动必然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自然

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 尊重自然、顺应

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

内在要求。 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

展。” ［１］４９－５０。 因此，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问题的

理解上，要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升至突

出重要的标志性特征地位，并从中国式现代化开创

不同于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的中国道路高度进行理

解。 在世界现代化过程开启的历史进程中，无论哪

个领域的巨变最终都是通过经济社会的发展来实

现，其中蕴含着对于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的不同理

解与选择， 而其中也反映出对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１１－１７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绿色发展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２１ＡＺＤ０５９）。
作者简介：赵建军，男，南开大学—中国社科院大学 ２１ 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

教授（北京　 １０００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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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化认知。 正是看到了生态环境对于现代经济增

长的阈值，现代化所依赖的自然物质条件使得中国

的现代化需要在人与自然的关系维度做出重要的突

破。 只有如此，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实现生产发展、生
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推动世界历史从

西方现代化所创造的工业文明向中国式现代化最终

朝向的生态文明实现转换。 因此，在人类社会的大

历史视野中，中国的现代化要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现代化内涵，推动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换，
以此创造人类文明的新形态。

首先，从生态文明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

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突出重要地位来看，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本质特征与重要方

向。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

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党的十八

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

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众多

内涵之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突出重

要的地位和意义。 一方面，由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现代化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话语组成，
是中国共产党关于人与自然关系问题认识的重大理

论创新；另一方面，人与自然关系是人类社会最基本

的关系，生态文明建设处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工作

的突出位置，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与艰难之处，就
在于要摆脱对欧美国家现代化的路径依赖，把生态

文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

代化道路。 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布局中经历了从提

出建设“四个现代化”，到提出“‘两个文明’到‘三
位一体’、‘四位一体’，再到今天提出的‘五位一

体’” ［２］的变化历程，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也体现

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
把生态文明建设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

的战略地位，其核心就是要求中国的现代化既要朝

向共产主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又应当基于我国生

态制约的现实，从根本上解决好人与自然的关系问

题，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生态转向。 回顾和反思中

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式现代化探索的历程，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现代化拓展到“五个文明”协调发展的高

度，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根源与基础上将经济社会

发展的各方面内容实现贯通，从世界观与方法论上

打破了资本主义工业现代化的二元对立思维局限。
此外，从中国式现代化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总体布局的五位一体分布，以及中国式现代化

本质的落脚点在致力于推动形成人类文明新的形态

来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一定意义上已经超越了

中国式现代化的其他四个内涵。 以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现代化为重要特征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

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是中国的伟大成就，也是中国对

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
其次，中国式现代化是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生动实践中，推动了马克思主义

自然观的中国化与时代化，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成

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性本质。 人类对待自然的态

度是思维方式的一种表现，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主

观思维与客观世界遵循同样的唯物辩证规律，因此

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自然的客观实在也具有历史社

会性。 中国式现代化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

成果，其本质上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自然观视角

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问题做出的社会历史

考量。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强调要在中国式

现代化过程中承认自然的现在性，即把历史范畴上

的社会生产看作是建立在自然界所提供生活的资料

和劳动对象，而且也提精神食粮。 进一步的，马克思

指出：“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

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

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

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 ［３］１２８可以看出，马克思主

义洞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业生产中自然界与人之

间的分裂，人与人的关系的异化。 正因为如此，作为

一种与资本主义发展相区别的社会发展模式，中国

式现代化由于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从根本上

实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复归，因而才能实现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相互协调，物质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

建设同步推进。 也就是说，中国式现代化是在实现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过程中才得以实现人的类存在

本质。 正是由于历史唯物主义中的自然是作为关系

的自然，包含着人与人、任何社会的关系，中国式现

代化也才能够在本质上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

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所以，中国式现

代化中的人与自然关系，既有本体论意义上的内涵，
还有人类学以及经济学上的意义，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现代化理应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性本质。
最后，中国通过生命共同体的价值理念，从价值

根源上对西方工业文明中的现代性危机做出回应，
反映了中国式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归

宿。 资本主义通过大规模工业化迈向现代社会的历

史进程表明，西方现代社会基于“主客二分”思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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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的价值观对科技理性的过分崇拜，忽视了自然

的内在价值，形成了资本宰制下的现代化工业文明，
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成为资本主义现代性危机的根

源。 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涵，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在本质上强调了构建一种新的哲学价值观，在
对待人与自然关系中的环境问题时，避免了人类中

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观点的冲突，不主张在人类

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对人与自然做价值排序。 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价值理念来自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

“和合”思想，既克服了以笛卡儿为代表的实体哲

学，也打破了非此即彼的“二元论”思维，有效解决

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环境问题。 特别是以生命

共同体为代表的哲学思维，强调了自然万物共同具

有的内在价值，将人类的发展与自然的存在协同，在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内在地形成了协调自然空间与

社会空间物质能量变换的方法论。 此外，从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将建设绿色家园作为人类的共同梦

想，并形成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的全球倡议

可以看出，在国家战略层面实现了世界范围内的发

展观转变。 可以看出，思维方式的东方转型和我国

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为化解现代性危机提供了有

益的价值遵循及实现路径。 总的来说，中国的现代

化发展通过人与自然的共生实现社会价值与自然的

价值共生，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驱动，在本质

上重新定义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归宿。

二、现代化进程中的生态问题：
两种理论的共识与分野

　 　 作为一个历史范畴，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运动，
从工业文明开始到现在已经持续 ３００ 多年。 这期

间，人类凭借自己的理智不断获得新的科学发现与

技术发明，不断发起向自然的进军，一心一意地要为

自己在地上建造起人间天堂。 美国当代学者艾恺

（Ｇｕｙ Ｓ． Ａｌｉｔｔｏ）用“擅理性，役自然”概括西方现代

文明的实质，即通过高度发挥人的理性功能，凭借科

学技术，驱使自然服从于人类的意志［４］ 。 应该说，
西方现代化路径是技术理性统治下的“主客二分”
思维方式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历史性表现，割裂了

人与自然的天然联系的西方现代化也使得生态危

机、生态灾难成为西方现代化的必然产物。 随着资

本主义工业化生产的全球范围内的扩张，生态问题

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唐纳德·休斯在《世
界环境史》中写道：“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工业

发展所造成的生态系统变化增加了一些曾经闻所未

闻的成员，诸如钚和其他放射性废弃物、不可降解的

杀虫剂、氯氟氢、塑料、人工合成的信息素和激素，以
及其他种类的成千上万的工业化学品。” ［５］ １９６２ 年

美国学者蕾切尔·卡逊（Ｒａｃｈｅｌ Ｃａｒｓｏｎ） 《寂静的春

天》和 １９７２ 年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以及一些

类似著作的出版，反映出环境问题与经济增长同时

成为生态主义学者反思西方工业现代化进程的重要

问题，并极大引发了政府和社会的关注。 其中，以美

国为代表的资源环境保护运动可以看作是世界现代

化发展的转折点，标志着人类社会开始放弃不计环

境代价追求经济增长的社会发展模式，转而寻求环

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平衡。 也就是从这个时期

开始，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开始真正关注社会发展中

的生态问题。
作为一个概念，生态现代化首先兴起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德国，由德国学者马丁·耶内克和约瑟

夫·胡伯提出。 最初，生态现代化初始只是在“柏
林学派”的学术团队中使用，后来逐渐从柏林走向

整个德国，从学术圈讨论变成执政党的基本政策

（欧洲绿党）。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这一概念已经在国

际上被广泛使用。 生态现代化理论发展的三个阶

段［６］ ：第一个阶段（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特征是主张

“科技万能论”，以胡伯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工业化

国家依靠不断的科技创新，就可以成功解决其环境

问题。 但胡伯的理论很快遭到了其他环境主义学派

的尖锐批判。 生态现代化理论家随即对最初的观点

进行调整。 第二阶段（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至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期）的理论特征可以概括为“社会因素

论”，学者们对原来所坚持的科技创新在生态现代

化中的核心作用进行反思，对于生态转型过程中国

家机构、市场、非政府组织、文化制度等要素在其中

的作用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和论证。 第三个阶段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至今）的理论特征是主张“全要素

论”，除了对生态化生产及其要素进行分析外，也开

始倡导生态化消费，并进一步对全球问题、欧美工业

化国家之外的环境问题有所涉猎。 生态现代化是为

解决西方工业化、现代化所遭遇的一系列环境问题

而提出的理论，涉及经济、政治、文化、技术和社会等

诸多领域，在工业文明的大历史尺度上，保持着资本

主义制度框架内解决环境问题的生命力。 因其有效

性，所以其受到了环保主义、生态主义、可持续发展

理论等社会思潮的影响，并为后续世界的绿色化发

展浪潮提供了经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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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上看，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提出现代化过

程中的生态问题主要有两大解决路径：一是对经济

发展中的环境问题保持技术乐观主义的现代化态

度，并不是其作为资本主义工业化不可避免的后果，
而是对社会、经济、技术改革的挑战，试图从经济发

展模式的转换中找到出路；二是从现代社会的制度

转型寻找解决路径，包括科学和技术、生产和消费、
政治和治理。 这也成为中国和西方在应对现代化进

程中的生态问题形成共识与分野之所在。 从共识性

来看，对于工业社会发展，中国与西方社会已经形成

共识，如环境问题对经济社会发展制约的客观性，现
代化前景的乐观性，在理论建构上的反思性，以及理

论的实践指向上。 这些共识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过程中都以特定的形式得到不同程度的体

现，如中国在基本国策上强调的环境保护与生态治

理，提出作为国家意志与政党理论的科学发展观与

“两型”社会构建等，都是在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模式

与环境治理模式，利用科学技术与社会制度从源头

上防治环境污染和破坏，找出一条环境和经济双赢

的发展路径。 特别是在党的十八大以后，在面对经

济发展新常态下，如何实现高质量的发展，中国也在

发展理念上进行创新，实现了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为经济社会绿色发展提供了一

个可行的发展方向。
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可以看到，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提出正是中国式

现代化的起步阶段，学习、借鉴、追赶成为中国式现

代化在理论与实践中的主要任务。 在中国现代化后

发优势的同时，压缩时空的追赶发展也让中国付出

了巨大的环境代价，即生态环境问题在经济粗放快

速发展过程中集中暴露出来。 恰好此时的生态现代

化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一条“从源头防治生态环境

问题”的现代化道路和可供选择的政策手段。 从对

西方可持续发展理念、新经济模式无保留引进吸收，
到创造性提出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

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协
同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

绿色化”也就成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历史必然。 可

以看出，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是一个从模仿到创新再

到超越的过程，中国的现代化理论来源于这个伟大

的实践。 然而，面对发展过程中的生态问题，西方生

态现代化的理论及其路径不可能一直有效，在经历

效仿之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理论在马克

思主义指导下，中国从自身的文化传统形成的基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现代化理论，在文化、政治与经济的领域与西方生态

现代化理论具有区别，体现出不同文化传统、政治体

制之外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之处。
由于在价值理念和思维方式上的差异，中国的

现代化理论在应对生态问题上与西方存在本质区

别。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生态现代化没有触及理

性———技术理性本身，是一种相对保守的绿色变革

理论，其根本宗旨在于在不触动现存社会制度（尤
其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通过革新技术、增强

公众的环境意识、改善国家的行政管治与市场经济

手段等，以改良现代工业文明，尽可能减少现代化进

程中的环境负效应。 这种粉饰与修正在现实表现上

可能有助于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制度与生产模式得以

一定程度的延续，但资本宰制之下的制度内生矛盾

终究无法克服，并引发了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的多重

危机。 因此，如何从社会历史环境角度看待技术，如
何在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做出协同，
以及如何认识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制度差异，需要

新的思维方式与哲学价值观，在内省与辩证之中重

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推动形成不同于西方的现

代化理论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 而生态文明建设作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

重要领域，通过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走中国式现代化

道路，正是理论创新在实践探索中的生动体现。 党

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理念，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

统治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更加健全，生态环境保护

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我们的祖国天更

蓝、山更绿、水更清。” ［１］１１正是这种将生态文明建

设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方面与

全过程的实践，使中国形成了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为重要理论特质和实践特征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
中国超越西方生态现代化之路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东西方力量对比之

变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在社会发展过程

中的较量。 环境问题是当前世界各国面对的共同性

问题。 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让资本主义国家生态危

机频发，仅靠科学技术应对这种与发展模式、与社会

政治紧密关联的共生性问题是远远不够的。 因此，
回应现代化进程中的生态危机，中国式现代化理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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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身的理论与实践创新中做出哲学观念与价值根

基上的变革，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中调整国家事务的

战略谋划，实现对西方生态现代化道路的超越。 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理论相对于西方生态现代化

理论，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立足于我国自身实际的需

要，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生态智慧的融合，
更是体现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现代化的鲜明政治优势

体现。 在此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通过将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作为特征性本质，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在历史唯物主义与辩

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上对西方现代社会的发展进

行反思，成为超越西方生态现代化的新的发展模式。
首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汲取了中华文

化的传统辩证思维方式，以生态智慧作为滋养，在世

界观与方法论上消除了人与自然的对立。 如果将现

代化理解为从传统迈向现代的社会变迁过程，那么

这种变迁不仅是一个全球化进程，更有着民族性的

特征。 这种变迁是诸多复杂因素作用的结果，如经

济、科技、政治、文化等，相对于经常变动且具有显著

外在表现的经济和政治因素，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

等内容相对隐蔽，更具持久性，恰恰是这种更为韧性

的要素才使得地方性的现代化进程表现出自身的优

越性。 “中华民族向来尊重自然、热爱自然，绵延五

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孕育着丰富的生态文化。” ［７］ 反

思西方现代化与生态化之间的矛盾，其背后的西方

文化价值传统与思维认知方式是生态现代化理论的

内生缺陷，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之学”的生态

模式和文化图景，在价值理念和思维方式上为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理论提供了认识论与方法论的

优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超越了西方

工具理性以技术视角看待环境的局限，在工具价值、
内在价值与系统价值的多重视野下讨论环境如何能

被可持续地利用，思考人类社会发展中与自然的和

谐相处，因此也超越了西方的“人类中心主义”与

“生态中心主义”传统，表现出一种在哲学层面上的

优越性。
其次，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指导

地位，强调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根基，为人类

社会与自然界的协同可持续提供了政治保障。 马克

思主义是在对象性范畴中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的，
这种对象性是以主客体的双向互为前提的，保证了

在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人是作为自然的对象性

存在。 对此，马克思指出，人作为一种类存在，和动

物一样靠无机界生活，这使得人对于自然的依赖表

现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 ［３］９５－９６。 如果忽视了人

与自然共生的关系，人类社会也就失去了赖以存在

的自然环境基础。 更进一步，马克思主义强调生产

力对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而这种物质生产

“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就什么也

不能创造” ［３］９２。 可以说，人类社会发展归根结底

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 而资本主义制

度则破坏了这种共生关系，以牺牲生态换取经济效

益的增加，即便生态现代化理论提出的“环境保护

同样具有经济价值”，也难以掩盖资本主义制度的

反生态本质。 同时，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社会历史范

畴中的人的关系最终也可以还原为人与自然的关

系。 因而相对于自然的可持续现代化进程，人类才

是人类社会实现超越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与逻辑必

然。 也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

发展实现现代化的问题是在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

基础上提出的。 马克思主义强调共产主义社会中的

“自由人联合体”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反映

的也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现代化，在制度上通过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实现

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的社会

主义。 因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可以超越

西方的生态现代化模式，真正实现人与自然以及人

与自身的和解。
最后，中国式现代化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而形成的理论成果和经

验总结，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

识的不断深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

代化，注重同步推进物质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

设” ［８］ 。 党的二十大报告也强调，中国式现代化的

本质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可以说，建设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

下，立足于我国的特殊国情逐渐探索和发展起来的

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推动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

的范式转换。 中国式现代化就是一个不断解放和发

展生产力、促进经济社会向先进文明迈进的过程。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四个现代化”目标的提出，到现

代化发展的“三步走”战略，再到“五位一体”总体布

局的提出，特别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制定，
党和国家事业的战略规划不断完善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通过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

的是经济社会发展在生产力上的优势，实现了全体

人民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上的共同富裕。 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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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类社会不断迈向文明的历史进程，其内在动力

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 改革开放后一个

时期内，我们形成过传统单一追求速度外加规模扩

大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和发展模式，尽管带来了高速

的经济增长，但也积累了严重的环境问题。 生态文

明作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表明

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

进一步深化，也表明了我们所形成的中国式现代化

必然是要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因而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已经不仅仅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

涵，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也是中国式现代

化所要达到的最终状态。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共

产党人从文明的高度看待人与自然关系问题，探索

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使中国实现了

全面小康，历史性地消灭了现行标准下的绝对贫困

问题，中国经济呈现持续向好的高质量发展势头。
可以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内涵，揭示了中国式现

代化的强大生命力。
历史条件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

多样性。 以生态文明建设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社

会与自然界永续发展的过程，也就是以中国式现代

化推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过程。 中国

式现代化道路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从效

仿西方到实践创新，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已经实现用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多重发展超越西方资

本主义的单一工业化发展。 特别是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现代化，有效回避了西方现代化模式在因制度缺

陷带来的反生态问题，因而表现出历史与逻辑上的

合理与科学。 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坚定不移地走中国

式现代化道路，归根结底要实现的是人与自然关系

上的和解，实现自由全面发展，最终指向现代化发展

成果的人民共享与世界贡献，成为中国化与时代化

的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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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式现代化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



文明范式变革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形态

邬晓燕

　　摘　要：全球生态危机暴露出西方现代化模式和工业文明范式的不可持续性，西方社会推行的各种环境保护

运动和生态现代化实践因未触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而无法从根本上消除作为资本主义危机当代形式的生态危机，
无法召唤文明范式绿色化变革。 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中形成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形态具有特定的理论特

质、范式结构和实践向度，从而彰显为文明变革的主导范式。 应主动激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形态的现实变革力

和愿景引领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纵深发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协同构建。
关键词：文明范式；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中国式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Ｄ６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３）０１－００１８－０８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１００ 周年

大会上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

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

人类文明新形态。” ［１］ 进而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将

“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确立为中国式现代化本质

要求中的目标指向［２］２４，旨在通过文明范式创新实

现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愿景引领。 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和本质要求，也
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根本原则。 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从狭义而言，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内容，与经济建

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列；从广义而

言，则是统摄“五位一体”、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建设事业全局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社会主义生态文

明既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在生态层面的具象表达，也
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最典型形式，反映出人类社会

发展进程中文明范式绿色化变革的时代诉求，彰显

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能动探索和创新回应，怀有深切

悠远的世界意义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关怀。

本文试图回答以下基本问题：全球生态危机为

何引发文明范式绿色化变革的时代诉求？ 在中国式

现代化道路探索中形成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形态

具有哪些理论特质、范式结构和实践指向，从而有望

担当起文明变革的主导范式？ 处于发展进程中的社

会主义生态文明新形态如何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纵

深推进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协同构建？

一、全球生态危机与文明范式变革

文明范式是指在一定历史阶段中人类社会发展

所赖以运行的发展模式、制度框架、价值理念等有机

构成体系，它规定着社会发展的基调、内涵和趋

向［３］ 。 １８ 世纪率先发生于英国的工业革命浪潮，
开启了波澜壮阔的西方现代化运动，创造出物质生

活丰裕和精神生活丰富的现代文明成果，锻造出追

求利益最大化的科技生产力、资本增值为导向的经

济增长模式、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工业化模式、物
质主义的消费文化等工业文明范式。马克思评价道：
“ 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１１－１７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绿色技术创新与生态文明转型的协同演化研究”（２１ＢＺＸ０５１）。
作者简介：邬晓燕，女，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１０００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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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 ［４］ 大工

业创造了交通工具、现代大都市和世界市场，也带来

了烟囱、污染和劳动异化，并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
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使每个

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

依赖于整个世界［５］ 。 ２０ 世纪下半叶以来，一批新

兴国家通过民族民主解放运动获得独立身份，开启

了以西方工业文明为模本的现代化进程。 然而，以
八大公害事件和六大污染事故为标志的全球生态危

机和环境风险全面爆发，揭示出当代生态环境问题

不同于以往的复杂性、交叉性、全球性和人为性。 人

类生存与持续不仅面临人口与资源压力、化学污染、
生态破坏、核废料处理、能源危机、全球气候变暖等

直接生态环境问题，而且要面对生物战争和核战争

阴影、生态移民、生态资源竞争、生态帝国主义等社

会伦理冲突，催生对西方现代化模式及其工业文明

范式的生态批判和绿色变革要求。
１．环境保护运动和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批判

环境保护运动和可持续发展理论批判高投入高

消耗高排放的工业模式的反生态性和不可持续性。
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开启了西方社

会的环境启蒙，直接促成了美国各州相继出台法令

禁止 ＤＤＴ（双对氯苯基三氯乙烷，又叫滴滴涕）等剧

毒化学农药使用；罗马俱乐部的著名报告《增长的

极限》以计算机模型为基础，运用系统动力学对人

口、农业生产、自然资源、工业生产和污染五大变量

进行实证性研究，揭示人类“无限增长”模式的不可

持续性和提出“零增长”方案，尽管遭遇西蒙《没有

极限的增长》针锋相对的驳斥，但为人类确立了资

源有限性的基本共识。 其后，１９７２ 年联合国第一次

环境会议召开，１９８７ 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

《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第一次阐述可持续发展

概念，１９９２ 年通过《可持续发展议程》，标志着可持

续发展成为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和各国推行的国家

战略。
２．消费主义文化浪潮的影响

不同视角的生态批判与技术社会批判聚焦于无

限扩张的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模式、“有组织的不负

责任”的官僚科层体制和大众媒介推波助澜制造的

消费主义文化浪潮。
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福斯特认为永无休止的扩张

是资本主义的体制特征，资本主义想要在有限的环

境中实现无限扩张本身就是一种矛盾，因而在全球

资本主义和全球环境之间形成了潜在的灾难性的冲

突，而将自然资本化的环境经济学和将自然环境纳

入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市场行为，是一种更为危险

的生态殖民主义，并以《京都议定书》这一失败案例

说明资本主义制度不会逆转对环境产生灾难性影响

的发展道路，不会改变其工业和资本积累的发展结

构［６］１３。 贝克和吉登斯等从风险社会理论视角批

判科技理性的垄断和工业社会的文明风险，指出人

类社会正从传统工业社会转向世界风险社会，主张

从第一次现代化向第二次现代化或自反性现代化转

型，倡导生态现代化和协商治理以消除“有组织的

不负责任”的制度弊端。 法兰克福学派和消费社会

理论批判现代传媒和文化工业携手制造“我消费故

我在”的消费主义文化，炫耀性消费和象征性消费

激发人性的无穷贪欲、加剧恶化业已不堪负荷的生

态环境、消弭人类的自主精神追求。 人文主义者弗

洛伊德认为现代文明的发展愈益与人的需要相背

离，致使整个人类患上了“集体神经症”，弗洛姆则

将工业社会称为病态社会或不健全社会，警示人类

文明已处于危急关头。
３．工业文明范式自身深陷危机

尽管西方社会推行的绿色发展路径形式多样，
但因囿困于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而无法从根本上解

决全球性生态危机，映射出工业文明范式自身深陷

危机。
西欧各国为应对经济增长与环境破坏的零和博

弈问题，纷纷推出绿色经济和绿色新政，旨在重建经

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良性关系。 １９８２ 年，德国学者

马丁·耶内克首次提出“生态现代化”概念，重新定

义环境、技术与发展的关系；２００９ 年，联合国环境署

公布《全球绿色新政政策概要》；进入 ２１ 世纪后，绿
色工业革命浪潮奔涌不息。 ２０１９ 年，《联合国气候

变化框架公约》第 ２５ 次缔约方大会上，欧盟委员会

宣布欧洲绿色新政，承诺到 ２０５０ 年实现净零碳排

放，使欧洲成为世界上 “第一个实现碳中和的大

陆”，加快循环经济和绿色转型。 然而，令人感到悖

谬的是：一方面绿色发展已成为全球发展趋势和国

际共识，另一方面西方社会的生态运动和绿色新政

根本不可能提供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方案。 因为西

方绿色发展尽管路径多样，但都囿于资本主义制度

框架之内。 其一，生态治理的技术策略或经济政策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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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脱离制度批判，往往会陷于环境污染的“恶性

循环”。 改革传统技术，可以减少污染，但无法消除

污染；发明环保技术，可能拦截或稀释部分污染物，
但也可能导致污染藏匿或扩散；科技发展在控制污

染的同时又制造出另一种新型污染，陷于无休无止

的污染循环；征收各种生态税或推行碳交易机制等

实际上在默许或纵容污染持续和环境不公扩大。 其

二，西方国家为继续享受不负责任的发展成果，推行

生态帝国主义战略，加大了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生态

掠夺。 针对局部环境问题采取生态政策或技术干

预，或许可以达到短期和中期的环境改善，但面对日

益严峻的累积性环境恶果，发达国家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开始实行“全球产业布局大转移”或“污染转

移”策略，其后果是发展中国家因效仿西方现代化

模式而遭受经济发展与环境破坏的双重压力。 其

三，通过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实现生态救赎的幻

想破灭。 ２０ 世纪下半叶西方社会兴起一股后工业

社会、信息社会、知识经济的乐观主义狂潮，寄望耗

能少、污染少的信息技术和环境友好的清洁技术自

动带来人与自然和谐的绿色乌托邦。 吊诡的是：一
方面，信息技术难以减少社会发展总的原料流量；另
一方面，因其高效的计算能力和处理能力，反而加快

了原料流动、生产和消费全球化，加剧了时尚翻新和

资源消耗。 可见，工业文明范式应对全球性生态危

机愈益解题乏力，或者说正是工业文明范式导致和

加深了人类生存困境。
４．文明范式变革亟待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形态

的创造引领

正如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萨卡所作的一个生动比

喻：“我们无法想象一辆不需要能源的汽车。” ［７］１４１

一方面，西方社会呼吁工业国家降低资源消耗，实现

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他们却承诺或坚持富裕国家

的生活水平不能因生态转型而受到任何影响。 如此

自相矛盾的表述和自欺欺人的政策革新，本质上就

是拒绝触动根深蒂固的工业文明范式和资本主义剥

削本性。 罗马俱乐部在近半个世纪后出版新著《翻
转极限：生态文明的觉醒之路》，其中悲恸地写到：
《增长的极限》中做出的预测几乎都得到了印证。
全球可持续意识和生态友好型增长方式似乎都在创

新培育，但人类生态足迹和人类生存困境还在扩大

和深化。 究其根源，“当前危机是全球资本主义的

危机” ［８］ 。 里夫金在《零碳社会》中说，绿色新政呼

声高涨，但人们迄今为止还没有找到完成这一使命

的清晰的“工业革命”道路［９］ 。 换言之，延续传统

工业化道路不可能带领人类社会实现从化石燃料文

明主导的地缘政治世界观到生态时代主导的生物圈

世界观的范式变革，生态危机是当代资本主义危机

的新形态，生态危机的根本解决必须落脚到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批判，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可持续性只有

通过社会革命和生态革命才能解决。 要实现人类文

明范式的绿色化变革，唯一可行的出路是创造社会

主义生态文明新形态，“沿着社会主义方向改造社

会生产关系。 这种社会的支配力量不是追逐利润而

是满足人民的真正需要和社会生态可持续发展的要

求” ［６］９６。

二、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中
创造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形态

　 　 现代化，广义而言，是指人类社会从传统农业社

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一个世界性历史过程，将
引发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领域的深刻变革；狭义

而言，是指落后国家采取高效途径和有利传统因素，
通过技术追赶、社会改革建立现代国家和追赶先进

工业国的发展过程［１０］ 。 由于现代化起源与西方资

本主义“历史的耦合”，形成了西方现代化理论的主

导地位和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对外输

出［１１］ ，也造成了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资本主义

现代化的认识误区和实践弯路。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并非一帆风顺，从积贫积弱

到繁荣富强，从面临“被开除球籍”的风险到深度参

与国际治理，从“落后于时代”到“赶上时代”再到

“引领时代”的文明跃迁，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

的独立探索和主动创新冲破了西方现代化的单一线

性模式和零和博弈思维，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和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现代化探索的首要前提是民族独立，是中

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作为现代化主体的地位确立。
“如果我们不能确立自己的主体性和身份认同，我
们就不可能发展出中国崛起的文明意义和价值意

义。” ［１２］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首先确立社会

主义基本制度，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根本

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其后开启了在社会主义道路

上探索现代化事业的历史征程。 毛泽东和周恩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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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

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四个现代化”
宏伟目标，中国人民团结聚力克服重重困难，独立自

主地构建起相对完整的工业技术体系。 改革开放新

时期，中国共产党精准把脉“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

题，确立“以经济为中心”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基本路

线。 邓小平将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与中国文化中的小

康社会构想相结合，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概念，
中国共产党制定了经济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和

从“解决温饱”到“达到小康”再到“比较富裕”的发

展步骤，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形成战略部署，
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

认识升华，明确了新时期接续推进“中国式的现代

化”的路标。
在从“中国式的现代化”到“中国式现代化”的

独立探索进程中，中国深刻反思西方现代化模式的

弊端，敏锐辨识出人类文明范式绿色化变革的时代

诉求，并及时跟进全球环境治理步伐，加快建设和完

善环境治理法制，不断推进发展观变革和生态文明

实践，逐渐探索出别具特色的绿色现代化道路，创造

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形态。 １９７２ 年，中国代表团

参加联合国首届人类环境会议。 １９７３ 年，我国出台

第一部环境保护法规《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

规定》（试行草案），中国环境保护立法工作初步启

动。 １９８３ 年，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将环境保护

确定为基本国策。 １９９４ 年，发布《中国 ２１ 世纪人

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

出科学发展观，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建设社会主义

生态文明和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了从

“经济发展导向”到“科学发展导向”的发展观转变，
为中国现代化确立了绿色发展方向。 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核心主题，把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列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

征和重要内容。 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提升至国家

战略，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并赋予其贯穿全局全过程的基础性地位。 党的十八

大之后密集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

意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环境监察办

法》等 １００ 多部法律法规，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生态

文明制度体系。 党的十九大围绕社会主要矛盾变

化，强调“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和“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重要性，在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基础上新增“美丽”关键词，强化“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现代化”的政治高度和战略定位。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首次正式提出

和阐发“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概念，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铿锵有力地宣告：“中国式现

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

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

色。” ［２］２２阐明：“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

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

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
动构 建 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 创 造 人 类 文 明 新 形

态。” ［２］２３－２４。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坚守“走自

己的路”的创新原则，主动地、持续地探索中国式现

代化道路，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

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

稳定的两大奇迹，破解了“发展性与独立性”非此即

彼的现代化悖论，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

途径，创造出人类文明新形态。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既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

要维度和鲜亮底色，也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新形

式和典型样态；既充分彰显了人类文明范式变革的

绿色化趋向，又深刻反映出科学社会主义在建设世

界生态文明中的伟大前景；既为世界上那些希望加

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

全新选择，又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富有希

望的愿景指引。

三、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形态的
理论蕴含

　 　 作为一种新生的文明范式，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新形态包含哪些理论特质、范式结构和实践向度，从
而在人类文明演进中彰显为文明变革的主导范式，
具有深刻影响人类发展前景的现实变革力和愿景引

导力？ 对此，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１．从理论特质看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立足社会主义根本制度、
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发扬中国传统优秀的

文化基因和生态思想、关切社会发展和人类前途命

运的文明新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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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生态文明是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过

程中形成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生态文明进入政

治话语和国家战略初始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构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坚
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是中国生态文明的应有之义，
更是中国生态文明的特色之源，决定了社会主义生

态文明新形态的组织原则和价值内核。
其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因时变义创新发展了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然是人

的无机的身体”“自然报复论”等经典理论基础上提

出了“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 “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破坏生态环境就是破坏生产力，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

发展生产力”“山水林田湖草沙”等生态历史观、生
态发展观、生态生产力观、生态系统观，对新时代绿

色发展和生态治理形成科学有效的指导。
其三，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具有悠久深厚的中华

文化基因和生态文化滋养，有助于克服西方工业文

明的主客二分对立思维、生态治理的短视思维和割

裂行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包括儒家思想在内

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

难题的重要启示。” ［１３］中华民族在历史悠久的文明

演进过程中孕育发展出了深厚隽永的整体性思维和

生态文化，譬如“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天
地之大德曰生”的天人合一观，“仁民爱物”“厚德载

物”“赞天地之化育”的生态伦理观，“道法自然”
“与天地参” “致中和” “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生

态治理观，“取物顺时”“以时禁发”“钓而不纲，弋不

射宿”的生态行为准则，有益于破除西方工业文明

倡导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形成有机论、整体论的

生态文明思维范式。
其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蕴含着科学社会主义

的未来生态愿景和共产主义的解决方案，指向人类

命运的光明前景和共同体的总体观照［１４］ 。 社会主

义生态文明批判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资本逻辑和生

态改良主义，坚持“以人为中心”的发展逻辑和“人
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文明目标，站在人类整体利益

的高度协同推进美丽中国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２．从范式结构看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超越工业文明的更高阶段

的新型文明形态，包含着与该阶段物质生产力水平

相适应的自然观、组织制度、价值体系、生活方式的

整体革命和系统变革。
其一，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自然观。 一方

面，强调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统一性，既承认自然生

态系统在本体论意义上的先在性和客观必然性，又
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特定历史阶段和社会条件下

发生和建构起来的多维度的立体性关系，亦即对生

态环境问题的考察既要立足于历史动态的人类文明

发展进程，更要着眼于共时结构意义的特定社会生

产与生活方式选择［１５］ 。 另一方面，强调人类社会

与生态环境的协同演化性，主张人类面对的不是原

始的天然的自然，而是处于人类物质生产生活实践

中的自然，通过生态环境治理改善人类发展条件和

通过社会转型和文明范式变革改善生态环境状况，
二者协同演化、共生发展。

其二，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组织原则和民主

治理的制度安排。 确定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整体

产权属性，从产权安排上保障社会整体生态利益；赋
予国家在追求生态文明价值上的主体性与能动性，
坚持从社会整体和人类文明的价值关照和从代际公

平与全球正义的立场出发，倡导构建高质量发展、可
持续的生态文明［１４］ ；构建多元主体协商共治的环

境治理体制，完善政府绿色 ＧＤＰ（国民生产总值）考
核机制和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制，保障自然资源

的合理配置、生态福利的公平分配、生态责任的风险

共担。
其三，坚持以生态为本和以人为本相统一的价

值体系。 以生态为本，要求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

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

统揽全局的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
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建设以资源环

境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发展

为目标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以人为本，
要求认真审视人的真实需要以克服虚假需要，“顺
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秉持“良好的

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

祉”的生态民生观，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

生态需要，激发人民的主体能动性和实践创造性。
其四，倡导节制有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推

进企业和工厂的清洁生产，构建中国特色的绿色文

化体系，创新联动生态文明教育的媒介传播、学校教

育和社会教育，推行垃圾分类、光盘行动、公共交通

出行等绿色生活方式，提升尊重自然、保护环境、节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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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资源、绿色消费的全民绿色发展意识。
３．从实践向度看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形态具有现实指向性、发
展阶段性和价值引领性。

其一，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形态具有鲜明的现

实指向，是对人类文明风险、西方现代化模式窠臼和

资本主义生态变革痼疾的批判性求解。 弗洛姆指

出，人类文明进入了一个崭新、富有、快乐的人类新

时代，但却面临一种文明的风险，“有巨大的物质力

量，却没有使用这些力量的智慧” ［１６］ 。 西方现代化

模式造成了生态危机、社会单向度发展、生态殖民主

义等现代性负效应，资本主义因其制度根源而无法

解除这些结构性危机。 因此，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

形态的崛起是一种历史必然和现实选择。 “一种真

正的生态经济只能在社会主义的社会政治环境中运

行，而且，只有成为真正的生态社会才能成为真正的

社会主义社会。” ［７］５

其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形态作为新生的文

明范式，有一个孕育、崛起、成熟的发展过程和阶段

变迁。 马克思指出，旧社会形态在发挥其所能容纳

的全部生产力之前绝不会灭亡，新的更高的生产关

系在其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之

前，绝不会出现［１７］ 。 不同文明形态并非非此即彼

的替代关系，不同文明形态循序渐进又有所重叠并

存，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孕育、生发于现代化运动和工

业文明进程，由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尚未完全耗尽

其生产力潜能和自我调适机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形态的发展必然要经历

一段相当漫长的过程，须在与工业文明共存与竞争

中通过高质量发展和国家治理能力提升而逐渐赢得

新文明范式的主导地位。
其三，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形态是现实批判与

愿景建构的统一，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环境经济

社会协调发展、地球美好家园繁荣共建的理想愿景，
对社会转型和文明跃迁具有重要的价值引领意义。
“决定任何未来的主要因素之一就是人们对未来的

态度和信念。” ［１８］理想愿景蕴含着一种为美好生活

创造适宜社会环境的强大动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新形态指引着人们对理想社会的典范展开想象并倾

向于按照这一典范行事，应主动创造与之相适应的

制度文化条件来加快范式确立和社会转型，最终从

一套制度转变到另一套制度，从一种文明转变到另

一种文明，从一种生活方式转变到另一种生活方式。

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形态的
创新引领意义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形态以其深厚的理论内

涵、内在规定和实践向度创新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

纵深推进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协同构建，将在人类

文明演进与跃迁过程中逐步获得其完整表达，展现

其成熟样态，对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

之问作出恰当的回答。
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形态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纵深推进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征程中自主探索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社

会主义生态文明新形态，创造性地将“什么是中国

式现代化、如何建设并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

重大时代课题和“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

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的重大理论和

实践问题有机统一起来。
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隐藏着中国式现代化

纵深前进面对的挑战和阻力。 “我国现代化是人口

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

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受住了来自政治、经
济、意识形态、生态环境等多方面的风险挑战考验，
打赢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历史性

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实现了小康社会的千年梦

想；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科技自立自强加快推

进，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不断加强，进入创新型国家

行列；各领域基础性制度框架基本建立，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生态文明制度

体系更加健全，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
全局性变化［２］６－１４。 但同时，中国式现代化面临不

少困难，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突出，高质量发展存

在许多卡点瓶颈，科技创新能力不够强，生态环境保

护任务依然艰巨，科技竞争面临国际封锁，逆全球化

潮流翻涌等，只有在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

才能得到解决。
文明范式为社会发展提供基本解读，为政策制

定和行动策略提供价值方向。 中国式现代化，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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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征程，是中国共产党带

领中国人民不断选择与变换现代化发展模式所创造

的“具有独立自主性的选择性现代化”。 以中国式

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

的中心轴线，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形态为中国式

现代化的纵深推进提供了强有力的价值凝聚和愿景

引领。
其一，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形态为中国式现代

化确立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明方向，要坚定不

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

路，并根据社会发展阶段变迁而不断提高环境经济

社会协调发展的程度和水平。
其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形态要求以高水平

生态环境治理推动高质量发展，要突破将生态文明

建设狭隘化为生态环境保护的误区和格局，站在绿

色发展的战略高度把生态文明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融贯到经济绿色低碳转

型、国家治理绿色转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

化培育、适度有节的绿色生活方式塑造等系统变革

与协同推进当中。
其三，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形态强调创新是引

领中国式现代化的第一动力，无论是推动高质量发

展、实现弯道超车，还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实现共同富裕，都要依托于创新发展绿色科技、绿色

能源和生态产业，积极探索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

山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加快从生态脱贫走向

生态振兴的发展步伐，建设天蓝水清人美的美丽

中国。
其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形态要求实现对物

质生活世界和精神生活世界的双重重建，培育具有

生态伦理意识、生命价值关怀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的生态文明时代新人。

２．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形态引领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协同构建

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
关涉人类命运。 自然是人类生存的前提和基础，生
态环境问题攸关人类社会的存在境遇和持续发展，
全球生态危机形势的总体恶化昭示文明范式转型的

全球共识与国际视野。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文

明的永恒主题，这种关系的具体性质与发展状况是

人类文明化程度与发展阶段的重要指标。” ［１９］习近

平总书记倡议：“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实现

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 ［２０］面对世界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生态破坏、疫情笼罩的文明风

险，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全球可持续发

展的道路和经验，引领推动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协

同构建。
其一，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表征着一种审视国内

生态约束和回应全球生态危机相统一、国内维度与

国际维度相契合的人类未来发展趋势。 从环境意识

启蒙到可持续发展战略确立再到全球绿色新政和

２１ 世纪绿色工业革命，生态环境治理已经成为全球

治理的共同问题，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承认人类生存

面临“增长的极限”，以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和地球

生命共同体为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体论基石，
在对人类命运总体观照的基础上建构可持续社会的

物质基础和伦理原则，易于凝聚更广泛的全球共识、
更积极的全球生态治理协作。

其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作为一种治国理政的

基本方略，是道路选择与文明互鉴的统一，是自主创

新与对外开放的统一，是文明创新与文明共享的统

一，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现代化转型和文明

变革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尤其是中国政府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决心、实践和力度世所罕见，塞
罕坝农场生态治理、库布齐沙漠治理成为国际治沙

名片、“一带一路”生态与科技合作等生态实践典

范，为全球环境治理协作提供了强有力的示范效应

和引领作用，也要求各国政府搁置短期利益和意识

形态纷争，寻求人类共同利益的最大同心圆，促进全

球环境治理体系向更合理、更公平的方向发展。
其三，资本主义创造的“虚幻的共同体”产生了

内生结构性矛盾与全球系统性危机，制造了中心－
外围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的剥削对抗关系［２１］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有助于人

类社会超越“虚幻的共同体”，走向 “真正的共同

体”。 埃德加·莫兰指出，人类发展已经进入“人类

世”时代，但我们却仍然处于人与人、各个民族和各

个国家之间关系的野蛮时代，变革人类的未来需要

一种整体性、复杂性的思维［２２］ 。 社会主义生态文

明不是局部修补或零敲碎打，而是制度变革和系统

革命，要求克服西方现代化粗放式、掠夺式的增长痼

疾，破除“资本”与“人民”、“物本”与“人本”的尖锐

冲突，帮助发展中国家跳出“有增长而无发展”的依

附型现代化陷阱，坚持以平等协商、互利互惠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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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国际生态环境治理协作和全球绿色发展互惠合

作，坚持“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

人类共同价值，尊重国家、民族、种族的文化多样性

和价值差异性，基于人类共同利益关切，推动形成共

商共建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共享绿色发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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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诉即办中党员干部担当作为的表现和促进

———基于北京市 １００ 个案例的分析

辛自强

　　摘　要：担当作为是新时代选拔和评价干部的重要标准。 近年来，北京市推出的接诉即办改革对党员干部担

当作为提出了新要求。 通过分析北京市接诉即办工作的 １００ 个优秀案例，可以发现接诉即办中党员干部的担当作

为包括政治担当、工作担当、善于作为和大有作为四个维度，每个维度亦各有其具体表现；分属于压力型机制、锦标

赛机制和心理赋能机制的多种手段可有效用于促进党员干部的担当作为。 其中，压力型机制、锦标赛机制已被党

政部门广泛使用，也得到学术界较多研究，但心理赋能机制在北京市接诉即办工作中的应有价值还没有得到充分

彰显，而通过建构理论模型对认识担当作为的本质及其促进方法的设计具有启发意义。 鉴于心理赋能机制在激发

治理主体自主动机方面的潜力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有必要从社会治理心理学的视角，积极开展对接诉即办工

作中作为治理主体的党员干部心理和行为的相关研究，通过心理赋能，加强其心理建设，从内生动力层面促进广大

党员干部在基层治理实践中担当作为。
关键词：城市治理；接诉即办；担当作为；心理赋能

中图分类号：Ｄ２６２．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３）０１－００２６－１１

　 　 担当作为已成为新时代党员干部（具有党员身

份的干部）选拔和评价的重要标准。 为教育引导广

大党员干部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勇立潮头的历史

担当努力改革创新、攻坚克难，不断锐意进取、担当

作为，２０１８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专门印发《关于进一

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并
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

实［１］ 。 ２０２２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

中再次明确提出，要“激励干部敢于担当、积极作

为”，要求党员干部“带头担当作为，做到平常时候

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难关头豁得出

来”。 作为一个使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一直强调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

因而担当作为是其对所有党员干部的必然要求。
自 ２０１７ 年以来，北京市不断探索并逐渐形成接

诉即办这一原创基层治理模式。 接诉即办制度的建

立、运行及其实际治理效能的发挥，离不开广大党员

干部的积极参与和担当作为。 不过，目前学术界的

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制度体系问题［２］ ，对其中人的因

素，尤其是党员干部担当作为的问题很少关注［３］ 。
本文在分析北京市接诉即办工作 １００ 个优秀案例的

基础上，提炼接诉即办中党员干部担当作为的典型

表现及其促进机制，通过必要的理论建构，以期从学

理层面深入认识党员干部担当作为的内涵及其表

现，从而为推动接诉即办工作模式持续发展提供对

策建议。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１０－２０
基金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接诉即办中党员干部担当作为的内生动力和行为模式研究”（２２ＧＬＡ００２）。
作者简介：辛自强，男，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１００８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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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担当作为的内涵和
表现问题：从一般到特殊

　 　 担当作为是近年来我国政治语境中的一个高频

词。 党中央之所以高度强调党员干部的担当作为，
是为改变部分干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求稳避

责心态，是为解决部分干部“为官不为”或“在其位，
不谋其政”的惰怠问题。

如何从学理层面界定担当作为这一政治话语中

的日常概念，学者们见仁见智。 有学者认为，习近平

总书记有关“五个敢于”的论述就是对党员干部担

当精神的高度凝练和概括［４］ 。 在 ２０１３ 年全国组织

工作会议上讲话时，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党的干部

“面对大是大非敢于亮剑，面对矛盾敢于迎难而上，
面对危机敢于挺身而出，面对失误敢于承担责任，面
对歪风邪气敢于坚决斗争”。 于是，有研究者直接

将这“五个敢于”的表述转化为问卷题目，用以简洁

地测量干部的担当作为表现［５］ 。 不过，“五个敢

于”原本侧重于政治担当精神的要求，若直接将其

等同于一种具体的行为表现并询问党员干部是否这

么做，似乎很难反映出“五个敢于”论述的理论高

度。 究竟如何界定担当作为的本质，目前学术界仍

莫衷一是。 此外，还有些文章在经验思辨层面讨论

党员干部担当作为的影响因素以及改进之策［６］ ，或
者论证敢担当和善作为之间的辩证关系［７］ ，却很少

从学理高度阐明担当作为的确切内涵。
要准确分析这一概念的内涵，还应仔细解读党

的政策文件。 段哲哲等学者通过分析中央和 １６ 个

省（区）有关干部担当作为的政策文件，结合专家和

干部访谈，提出担当作为至少包括四个方面的内涵

或者说四个维度：一是政治自觉（愿意为），它是向

上负责与向下负责的有机统一，向上负责即忠于党

的领导并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向下负责就是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二是专业主义（能够为），它强

调的是干部的专业化，包括专业能力与专业自主性

两个指标；三是勇于承担任务（主动为），它指勇于

承担任务的“实务经历”，包括日常工作与非日常任

务两个指标；四是取得良好绩效（为得好），包括外

显绩效与潜在绩效两个指标［８］ 。
上述理论框架总体合理［８］ ，但仍有可改进之

处。 一方面，每个维度的具体表述还可斟酌。 例如，
“专业主义”的提法容易被误解，因为担任党员干部

者并不一定要受过某种专业训练或具有特定专业的

技能，而是强调要具有“岗位胜任力”，它是保证干

部按照岗位任务要求“能够为”或者“善于作为”的
主体素质；而且从字面意思来理解，担当作为未必要

求以“专业主义”为前提或表现。 为此，有必要重新

凝练担当作为的理论表达。
本文认为，担当作为是由“担当”和“作为”两个

概念合成的概念。 对于党员干部而言，“担当”包括

两重内涵：一是政治担当，主要指忠诚于党和人民，
拥有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宗旨意识；二是工作担当，强调在日常工作岗位上忠

于职守（尽日常之职），在关键时刻勇挑重担（担非

常之责）。 “作为”同样包括两重内涵：一是“能作

为”（善作），即具有良好的岗位胜任力，具有善于作

为的意识和能力；二是“有作为” （善成），指切实做

出绩效，包括显在绩效和潜在绩效。 概括而言，党员

干部担当作为包括四重内涵（或维度）：一是政治担

当；二是工作担当；三是善于作为；四是大有作为。
以往理论观点对担当作为内涵的辨析和界

定［８］ ，是就所有党员干部概括而言的，体现的是担

当作为的普遍内涵，而它是否适合特定的工作背景、
特定领域或类型的党员干部，还需要具体问题具体

分析。 本文的一个重要目的即是，以担当作为的内

涵和表现存在理论一般性和具体领域特殊性的问题

为理论假设，将上述一般性理论认识细化到接诉即

办的具体工作背景下，阐明接诉即办中党员干部担

当作为的具体内涵和特定表现。

二、接诉即办对党员干部
担当作为的要求及其促进问题

　 　 接诉即办是近年来北京市经过反复探索而形成

的一种城市治理模式。 接诉即办的前身是 ２０１７ 年

兴起的“吹哨报到”机制，这一阶段通过“街乡吹哨、
部门报到”改革实现了政府功能的条块协同，强化

了城市治理能力。 自 ２０１９ 年起，“街乡吹哨”逐渐

向“群众吹哨”延伸，让群众的诉求吹响城市治理的

哨声，从而转入接诉即办阶段。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北京

市有关部门印发《关于优化提升市民服务热线反映

问题“接诉即办”工作的实施方案》，以“１２３４５”市民

服务热线平台为基础大力推进接诉即办工作；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北京市委、市政府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

“接诉即办”改革工作的意见》，继续完善其领导和

工作体系，健全受理渠道、诉求分类处理等机制；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北京市接诉即办工作条例》正式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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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接诉即办进入法治化发展轨道；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北京市委深改委通过《关于推动主动治理未诉先办

的指导意见》，指出不仅要开展“应诉式”的具体问

题解决，更要将诉求问题转变为主动治理任务，主动

做好超大型城市治理工作。
接诉即办作为系统的改革实践，是由上述一项

项政策文件、法规条例不断推动、引导和制度化的。
对此，公共管理学、政治学等领域的学者从一开始就

积极研究并出谋划策。 例如，有学者从互动治理角

度，基于“技艺—人工品”分析范式，讨论了反馈机

制、考评机制、激励机制、披露机制、学习机制、认同

机制等在接诉即办过程中对实现不同治理主体之间

有效互动的积极作用［９］ ，或者基于绩效反馈和绩效

差距理论，揭示“热手效应”对于接诉即办绩效的正

面影响作用，专门探讨相关绩效管理机制的运作情

况［１０］ ；有人分析了接诉即办工作中的党建引领机

制、联合执法机制、绩效评价机制问题［１１］ ，或者专

门探讨如何从制度设计角度实现以党建引领接诉即

办这样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１２］ ；还有学者侧重于

分析大数据技术在接诉即办中的作用［１３］ ，或者以

被动式回应与主动式回应的划分为基础，分析如何

实现混合型诉办关系的治理样态，即将接诉即办、未
诉先办、不诉自办综合起来探讨［１４］ 。 可见，对接诉

即办的探讨已然成为学术热点，不过这些既有研究

大多关心的是制度和机制问题，只有个别研究专门

关注了人的因素，如公众参与的作用和引导机

制［１５］ 。 目前，几乎看不到从心理学或者具体说是

从社会治理心理学的视角［１６］ ，对接诉即办工作中

的治理主体即党员干部开展的心理和行为的相关

研究。
制度体系的建立和完善的确是做好接诉即办工

作的基础，此外还应着重考虑人的因素，尤其是参与

此项工作的广大党员干部的担当作为问题。 这是因

为群众诉求的承接和办理工作是由一名又一名党员

干部用实际行动完成的。 党员干部能否担当作为是

决定接诉即办治理模式有效运行的一项基本条件，
是决定这项改革成败的一个关键性因素。 反过来，
接诉即办工作也为党员干部担当作为赋予了新的要

求和特定的内涵。 首先，接诉即办是落实党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生动实践，党员干部必须有高

度的政治担当精神。 其次，接诉即办是首都基层治

理的改革创新举措，党员干部必须在这项实践中敢

于担当，敢于啃硬骨头，以巨大的勇气推进理论和实

践创新，以足够的智慧创造性地解决实际问题。 再

次，接诉即办是基层治理的系统工程，涉及复杂的制

度体系、工作体系、工作机制，有关党员干部要善于

宏观把握，精准切入，善作善成。 最后，接诉即办是

一项实实在在的工作，是为群众办实事的工作，每名

党员干部都要在各自岗位上有所作为，做出实绩，取
得实效。

为让广大党员干部勇于担当作为，在接诉即办

工作的实施过程中需要建立相应的促进机制。 《北
京市接诉即办工作条例》共设五章，其中第四章的

标题是“保障监督”，专门用一章来说明接诉即办工

作的考评制度和考评办法、公众和媒体监督、监察机

关的专项监督、违规处罚、容错纠错机制等具体内

容，这些举措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党员干部的担当作

为并最终推进接诉即办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

做法（除了“容错”机制）侧重于制造一种“压力型的

机制” ［１７］ ，来压实党员干部的工作责任［１８］ 。 同

时，该条例对正面激励问题着墨不多，只有一条提到

要“对接诉即办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取得显著成

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宣传推广先进经

验”。 该项工作条例作为一种法律文本，受限于篇

幅不能过多地在文章中展开论述，下文分析的接诉

即办工作案例材料也许能够从另外一个层面详细介

绍更为多样的促进党员干部担当作为的手段和

机制。

三、从案例透析“局内人”
视野下的担当作为概念

　 　 对接诉即办这样的新生事物，最了解实际情况

的正是参与到此项工作之中的党员干部，他们作为

“局内人”可以提供相关的直接经验。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北京市委、市政府发布的《关于表彰北京市接

诉即办工作先进典型的决定》认定并表彰了 １００ 个

优秀案例。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６ 日，北京市前线杂志社的

“前线客户端”发布了上述 １００ 个案例的详细材料，
共计约 ２３．５ 万字。 这些案例材料提供了“局内人”
视野下接诉即办工作的真实图景以及对担当作为概

念的集体建构。
在这 １００ 个案例中，有 ８２ 个案例采用了相同的

固定文本结构（应该是案例征集时就作了统一规

定），均包括“核心提要”和正文的“案例背景” “主
要做法”“经验启示”四个部分，正文内容均为每个

单位或机构（主要是党政机构，也包括少量企事业

单位等）介绍自身案例的背景和做法，并分析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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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验启示。 这些案例的篇幅非常接近，每篇平均

长度约 ２５８０ 字，案例题目都采用“单位名称＋工作

内容”的结构，例如《海淀区甘家口街道：党建引领，
高位协调，推进央产小区难点诉求解决》。 其余的

１８ 个案例有所不同，每篇案例文本是一项典型接诉

即办工作的纪实报道；每篇篇幅近似，平均长度为

１２５０ 字，并配有三幅写实照片；每篇的题目结构也

基本相同，例如《把群众事当家事，化解预付费难

题———石景山区市场监管局成功协调解决预付费纠

纷》。 案例结构的规整程度表明，无论是其生产、申
报，还是评选都经历了严格的过程，是复杂的集体行

动的结果。
这些案例的文本材料均出自参与此项工作的各

级党政部门、企事业单位等，是这些机构的负责人、
分管干部和执笔者等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他们反复

叙述和书写的结果。 一方面，这些文本的生产建立

在一种“重复情节记忆”基础上，所记述的基本情节

具有真实性［１９］ ，能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接诉即办

工作中党员干部担当作为的实然状况。 另一方面，
这些文本也代表了每个集体对共享现实的特定表征

方式，存在一定主观性的集体建构。 这是因为即便

基于同样的事实，某一文本对事实的组织框架以及

用以表达的观点，依然只是“一种”建构而已。 例

如，文本是否包含对担当作为相关内容的记述，本身

就表明了“作者们”对该内容的理解和看待方式。
当然，严格区分上述两个方面非常困难，甚至也无必

要。 我们将在这种混合的方法论认识基础上，通过

对案例文本的定量和定性分析，来揭示文本对基本

事实和情节的报告背后所潜藏的对担当作为概念的

理解方式，以及案例所使用的促进担当作为的手段

和机制。
为此，本研究对 １００ 个案例文本进行了定量和

定性分析。 定量分析采用在线分词工具“微词云”
１．０进行分词与词频统计。 一是分析所有案例文本

的词频，以了解高频词的使用特点，并专门考察“党
员干部”“担当作为”等词汇的使用频次；二是重点

分析与担当作为直接有关的段落，有针对性地了解

接诉即办工作中担当作为的相关概念网络。 对文本

的定性分析则采用思辨方法。 一是对担当作为直接

相关的段落以及所有案例文本中有关的内容进行提

取和语义分析；二是进行概念辨析和命名、概念比较

和归类，并建构概念体系，以确定人们如何理解担当

作为的内涵和具体表现，以及具体采用的促进方法。

四、关于 １００ 个案例文本的
主要结果分析

　 　 （一）结果 １：案例文本的词频特征与概念网络

的定量分析

本研究采用“微词云”１．０ 对全部案例文本进行

分词与词频统计。 具体方法是以“２ 字及以上”为分

词标准，并指定仅分析词性为名词、动词、形容词、自
定义词等 ２７ 类词性的词，结果获得总词数 １０２６５
个，其中频次大于或等于 ２５ 次的词共 ４６２ 个。 图 １
为前 １００ 位高频词的词云图，字号越大表示该词出

现频次越高，从中可以直观地看到接诉即办案例文

本的关键词汇分布情况。 分析结果表明，从案例文

本中获得的高频词可以按照某种语法结构连缀在一

起：即接诉即办工作主要面向广大“群众” “居民”
“市民”“企业”通过“热线”反映的各种“诉求” “问
题”，动员有关“部门” “街道” “社区”，通过“创新”
“机制”，开展“基层”“治理”，以“服务”“人民” （本
句引号内为频次最高的高频词）。

图 １　 所有案例文本中前 １００ 位的高频词词云图

在所有案例文本中，“干部” “党员” “党员干

部”出现的次数分别为 １０７、８３、３９ 次，类似的指称还

有“领导” （１４８ 次）、“工作人员” （１２７ 次）等，研读

文本后可以确认这些词汇基本都是对从事接诉即办

工作的个人或主体的指称，简言之，这些人是服务

者。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作为接诉即办工作服

务对象的“群众” （８８０ 次）、“居民” （６８６ 次）、“市
民”（２９７ 次）、“人民” （１５４ 次）、“村民” （１０８ 次）、
“百姓”（７７ 次）等称谓不仅更为多样，且出现频次

亦明显更高。 可见，接诉即办是领导、干部、党员一

起服务广大群众和人民的一项工作。 这些优秀案例

的文本记述了如何开展这项工作，并提炼出了一些

成功的或成熟的工作经验。 由于引发每一次接诉即

办工作的诉求主体主要来自人民群众，所以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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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是党员干部“围着群众转”，与人民群众相关的

称谓词汇就特别多，这正是对“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的直观诠释。 此外，有关服务者和服务对

象的称谓词汇的使用频次差异也是由这些案例的讲

述角度所决定的，主要是从作为服务者的党政机关

和党员干部（作为人民公仆）角度讲述的。 在所有

案例文本中，“担当”一词出现 ６９ 次，经人工检查可

以确定都是在承担责任的意义上使用“担当”一词，
如“主动担当” “履职担当” “为担当者担当”。 “作
为”一词出现 １７０ 次，人工检查发现大部分情况下

都是在“当作”的意义上使用该词，只有少数情况是

在采取行为并做出成绩这个意义上使用，即本文关

注的词义，如“主动作为”。 而担当作为作为一个完

整词共出现 ２４ 次，其词义均为本文所关注的含义。
接下来，为确定担当作为一词使用的具体语境，

本研究从所有案例文本中，以自然段为单位专门抽

取出所有包含该词的自然段。 在 １００ 个文本案例

中，有 １８ 个案例至少各有一个段落出现担当作为一

词，其中一个案例在题目上就包含了该词，最终获得

有关担当作为的文本共 ４１８７ 字。 对这些文本内容

进行词频统计以确定人们在使用担当作为一词时所

激活的概念网络，分词统计获得总词数为 ７３５ 个，其
中大于或等于 ５ 次的词共 ５４ 个。 在图 ２ 中，呈现的

是频次排名前 ２０ 位的高频词，大体来看，这些词可

以分成多组：“接诉即办”“工作”“问题”“解决”“协
调”“治理”“施工”等词反映了工作担当的内容和方

式；“群众”“居民”等词代表接诉即办工作服务的对

象（他们是党员干部工作“作为”的受益方）；“部
门”“社区” “基层” “党组织”等词反映了参与接诉

即办工作的机构主体，“干部”是从事接诉即办工作

的个人主体；担当作为是对这些机构和个人的工作

要求，“考核”是促进工作主体担当作为的主要手

段。 在文本案例分析中，不仅要关注上述热词的频

次，更要关注它们之间的关联性。 图 ２ 所显示的内

容体现了前 ２０ 个高频词的“相关性”，反映了这些

热词之间的“概念网络”。 “相关”标准为任意两个

词汇在同一段落出现的次数，连线表示两端的词存

在相关，线段长度表示相关程度，距离越短则相关越

紧密。 从图 ２ 可见，与担当作为关联最紧密的词为

“群众”“社区”“部门” “解决” “问题”等，这说明案

例文本主要表达的是机构主体担当作为所指向的内

容和对象，即由相关“部门” “社区”为“群众” “解
决”“问题”。

图 ２　 担当作为文本中前 ２０ 位的高频词相关图

综合上述分析可得出如下结论：其一，如果放在

整个接诉即办案例文本中来看，担当作为并非关注

重点，因为党员干部担当作为只是完成接诉即办工

作的表现或条件之一，“作者们”在书写案例文本时

无需对此过多着墨，故只有 １８％的案例直接提到了

担当作为一词。 其二，如果用“放大镜”专门观察这

些文本中直接与担当作为相关联的段落，则能更为

清楚地看到与担当作为相关的概念网络（如图 ２ 所

示）：即担当作为是“干部”“部门”“社区”为“群众”
“解决”“问题”的过程。

（二）结果 ２：案例中担当作为内涵和表现的定

性分析

只做词频分析难以深入揭示担当作为这一靶概

念与其他概念的关联逻辑，以及它们确切的语义和

语境。 因此，还应对文本的语义进行更为直接的分

析，即在所有案例中搜寻能体现党员干部担当作为

表现的描述，分析这些表现如何体现担当作为的概

念内涵。
１．政治担当

北京市开展接诉即办改革本身就是政治担当的

体现：一方面，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系列重

要讲话精神，用创新实践回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

首都，怎样建设首都”这一重大时代课题；另一方

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通过接诉即办改

革主动回应市民关切，努力办好群众身边的操心事、
烦心事、揪心事。 各级党员干部在开展接诉即办工

作时同样以这种政治担当要求自己。 例如，北京市

门头沟区的案例材料中写道，要坚定践行习近平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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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要求，牢
记市委主要领导强调的“接诉即办最能检验为民情

怀和担当作为”要求，区委书记多次召开会议亲自

研究部署体制机制改革工作，牵头制定全区接诉即

办工作实施方案，进一步压实各级党组织主体责任，
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激励党员干部担

当作为。
２．工作担当

案例材料强调最多的是各级主要领导尤其是

“一把手”的工作担当，之所以侧重在此，是因为这

些案例材料几乎都是代表党政机关或一个部门来书

写的，作为一个“组织”的工作担当，自然首先是负

责人的担当。 北京市委深改委“接诉即办”改革专

项小组办公室的案例材料写道，“市委主要领导每

半月审阅 ２７ 个问题的量化工作进度”，“市政府主

要领导不定期专题调度难点问题”，“９ 位分管市领

导亲自挂帅”，通过强化“书记抓、抓书记”，“压实各

级党组织主体责任”，“市级各部门、各区、街道乡镇

党委书记亲自抓，亲自到基层一线解决问题”。 总

之，在案例材料中，“工作担当”往往被解读为各级

党政主要领导重视并“亲自”处理接诉即办工作，这
种重视不仅是高高在上的指挥协调，更强调他们下

沉到基层和一线去解决实际问题，即领导“下基层、
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

３．善于作为

善于作为的前提是形成解决问题的规律性认

识，掌握或提出有效的工作方法。 例如，北京市委深

改委“接诉即办”改革专项小组办公室在案例材料

里介绍了北京市如何通过“每月一题”工作方法解

决城市治理中的系统性问题，即“每月一题”实行清

单式管理、项目化推进，１２ 个主责部门会同 ５０ 余个

配合单位对 ２７ 个具体问题制定“一方案三清单”
（一个问题解决方案，任务清单、责任清单、政策清

单三种清单）；２７ 个具体问题均明确量化目标任务

和进度安排，强化项目管理和过程管控；同时，通过

分析群众诉求，明确 ２７ 个问题诉求工单的主要问题

类型和高频点位，有效规划解决问题的作战图。 又

如，北京市西城区医疗保障局鼓励干部紧盯诉求件

背后的普遍性问题和规律性问题，将工作中偶然得

到的经验做法提炼成制度，用具体制度解决某一类

问题，从而避免问题再次发生。 这些例子都重视介

绍各级党政部门和党员干部在接诉即办中善于作为

的具体内容，及其不断加强善于作为能力保障的经

验做法。

４．大有作为

接诉即办是一项务实的工作，关键在“办”，即
问题是否解决，相关工作是否最终取得实效和实绩，
是第一位的。 衡量工作绩效的显在绩效指标有两

类：一类是实际问题解决状况，如老旧小区完成改造

的户数和质量，为某小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并办好

房产证等事宜；另一类是整体的诉求响应率、解决率

以及满意率，这“三率”是北京市考核接诉即办工作

质量的主要量化指标，大部分案例材料都会提及本

部门的有关数据。 除了量化指标，这些案例也经常

提及各种定性的评价或反馈，如老百姓送来的锦旗、
表扬信，这是群众满意度的直观表达；或者是相关党

员干部获评“先进”或“优秀”的人次、奖次。 同样值

得重视的是潜在绩效，一些案例包含了这方面的介

绍，只是表现潜在绩效的方式各不相同。 比较典型

的潜在绩效表现是创立了一些具有特色的工作方法

（像“三上门工作法”“１８ 个专属工作法”“圆桌工作

法”）、工作机制（如“四民机制” “面向村民的政务

服务代办模式”）、工作经验 （如 “诉求解决智慧

库”）。 除了上述特定的绩效内容，接诉即办工作最

大的潜在绩效是进一步转变了机关和干部的工作作

风，激励了党员干部的担当作为精神，密切了干群关

系，最终开辟出群众诉求驱动治理模式创新的具体

路径，激发了党员干部主动治理的使命感和工作

热情。
（三）结果 ３：案例中担当作为促进手段的定性

分析

在所有 １００ 个案例中，有很多案例较为细致地

谈及了如何促进接诉即办工作和党员干部担当作

为，据此可概括出七种促进手段。 以下按照其被提

及的频次逐一介绍。
１．以考评考核作为基础手段

《北京市接诉即办工作条例》规定，对该工作的

考评“以响应率、解决率、满意率为核心内容”。 例

如，北京市怀柔区政务服务管理局实行绩效“双考

核”制度，每月通报接诉即办的“三率”数据排名，以
促使党员干部担当作为。 接诉即办并非普通的行政

工作，它一直由市委主抓，始终以党建为引领。 因

此，北京市委组织部在案例里写道，近年来已将接诉

即办工作纳入基层党建述职考核，全年接诉即办

“三率”得分与基层党建现场测评得分一同纳入综

合考评成绩。 在北京市西城区政府对街道党建的考

核成绩中“接诉即办”成绩占比 ６０％，在街道对社区

党组织书记的考核中“接诉即办”成绩占比 ５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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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倒逼责任落实。
２．以监察监督作为警示手段

北京市委组织部坚持每月约谈接诉即办排名靠

后的街乡镇、部门和企业，给其把脉问诊、提醒督促。
下级组织部门也沿用这一做法。 市、区纪委、监委主

动介入，重点督察在解决群众诉求中不作为、慢作

为、乱作为的部门和干部，推动基层履职尽责、担当

作为。 例如，北京市通州区新华街道纪工委、监察组

就将所有接诉即办工单办理情况纳入监督范围，对
缓办、慢办的责任人进行约谈。

３．以提拔奖励作为硬激励手段

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会对接诉即办中成绩显

著、能够担当作为的干部给予表彰、提拔或重点培

养。 此外，物质奖赏也是常用激励手段。 例如，北京

市门头沟区 ２０２１ 年为接诉即办工作设立专项奖励

资金，激发各镇街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全年发放奖金

３８６ 万元。 北京市怀柔区政务服务管理局每月安排

区级财政资金，对综合成绩排名进入全市前 １０ 名的

镇乡街道各奖励 １００ 万元，对绩效排名全区前 ５ 名

的镇乡街道共同奖励 １００ 万元，同时规定奖励资金

全部用于解决群众诉求和乡村建设。
４．以社会声誉作为软激励手段

通过媒体宣传、领导表扬等方式可以给敢于担

当作为、工作成绩突出的干部建立良好的社会声誉，
这种声誉机制是一种成本低廉且效果持久广泛的软

激励手段。 例如，北京市门头沟区与北京日报社共

同推出《门头沟接诉即办的“密码”》网络微视频纪

录片；利用“京西门头沟”微信、微博、视频号等各类

媒体平台，开设“我为群众办实事” “门头沟接诉即

办”等话题专栏，推送接诉即办案例报道。 这些媒

体宣传内容得到数百万次阅读、观看，自然会对被报

道的干部形成精神激励作用，并引发更多干部学习

和效仿。 又如，针对办理成效好的优秀案例，北京市

通州区新华街道主要领导通过“点赞” “一事一评”
等形式给予鼓励，并通过机关电子屏和微信公众号

进行宣传，增强示范作用。
５．以揭榜挂帅作为竞争激励手段

在竞争上岗、竞争担责的过程中，干部的工作热

情也会被激发出来。 例如，北京市西城区医疗保障

局出台 《改革攻坚 “揭榜挂帅” 实施办法》，聚焦

１２３４５ 热线反映的困扰百姓的痛点、难点、堵点问

题，设置“改革任务榜”，邀请干部“揭榜”，让有想

法、有能力的干部“挂帅”攻坚，让“想干事、能干事、
干成事”的干部脱颖而出。

６．以能力提升作为保障手段

接诉即办作为改革举措，对党员干部的工作认

识、意识、能力都提出了更高要求。 为了帮助干部克

服“本领恐慌”，很多机关机构加强了教育培训。 例

如，北京市西城区医疗保障局编制了接诉即办典型

案例集，通过案例培训引导工作人员提高办事本领；
北京市通州区新华街道不仅加强相关的工作法规、
政策、制度等的业务培训，还通过优秀案例开展“群
众工作方法”教育，推动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落到

党员干部的日常工作实处。
７．以人文关怀作为支持手段

关于以人文关怀作为支持手段比较典型的案例

是，北京市通州区新华街道以人文关怀激发工作人

员“我愿办”热情的具体实践。 街道党工委结合不

同干部能力、特点，定期开展“一对一”谈心谈话，及
时关心和了解干部思想动向和生活情况，为他们加

油打气，从而调动干部的精气神，营造干事创业的良

好工作氛围。 又如，民盟北京市委曾根据北京市政

务服务管理局的实际需求，为 １２３４５ 市民服务热线

工作人员举办专业知识讲座、书画艺术培训，还对其

开展职业辅导、心理疏导等，并取得了明显成效。 但

也需要看到，就目前的案例而言，以加强人文关怀促

进党员干部担当作为的典型案例还比较少，即便在

案例文本中提到“关怀”一词，也都是指党委政府、
党政干部对群众的关怀，对党员干部的精神和心理

关怀很少涉及。

五、接诉即办中担当作为的
四维模型分析

　 　 上述对 １００ 个案例文本的定量和定性分析结果

为理论建构奠定了主要基础。 从宏观上来看，接诉

即办改革的推出是为了解决党政机关和党员干部担

当作为的问题，它本身体现的是一种政治担当，是忠

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行动体现，是对党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的落实和实践，是忠于党、忠于人民

的有机统一。 从微观上来看，接诉即办作为党政部

门的一项专项工作，在其具体推动过程中，需要以广

大党员干部的担当作为为基本条件。 前文基于以往

理论观点所推演出的担当作为的“四重内涵”（或四

个维度） ［８］ ，即政治担当、工作担当、善于作为、大有

作为，在接诉即办工作中均有体现，显示了上述四重

内涵在理论和实践中所具有的普遍适用性。 然而，
接诉即办工作并非哪个部门的独有工作，它涵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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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的各级党政职能部门，还涉及相关的企事

业单位。 因此，推动接诉即办工作，就内在地要求所

有参与其中的党员干部都要担当作为。 在“政治担

当、工作担当、善于作为、大有作为”四重内涵中，政
治担当是一种普遍性要求，适用于所有党员干部，而
且它是原则性的、引领性的，决定着并具体落实在后

面的三重内涵中。 后面三重内涵都是在具体工作层

面的担当作为，其具体表现具有一定的领域特殊性。
（一）工作担当的特殊表达

上述案例材料在工作担当方面强调最多的是各

级主要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的担当问题，这
主要是因为接诉即办作为北京市的一项重大改革，
被定位为“一把手”工程。 对“一把手”的工作担当，
不仅强调其统筹谋划、总体管理的工作能力，更着重

要求“一把手”要深入基层和一线，抓实际问题，解
决难点问题，带头“啃硬骨头”。 正如《关于进一步

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中指出

的，“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发挥示范表率作用，带头

履职尽责，带头担当作为，带头承担责任，一级带着

一级干，一级做给一级看，以担当带动担当，以作为

促进作为” ［１］ 。 接诉即办工作是面向北京市基层治

理问题的重要改革，主要通过党政力量下沉的方式

来解决基层治理难题，回应群众现实诉求。 这就对

各级主要领导和“一把手”提出了更高的工作担当

要求，即上级党政力量是否能够下沉，是否能够切实

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实际问题。
（二）善于作为的特定表现

接诉即办工作可以分成两个层次：一是日常的

应诉型工作，即就事论事地解决老百姓的特定诉求，
１２３４５ 热线接到的大多数电话内容都是这个层面的

诉求。 例如，针对群众反映的某个老旧小区公共照

明不足问题，相关职能部门安排人力、物力资源维

修、完善小区公共照明设备，即可解决问题。 二是系

统性诉求的解决。 如果某个领域、某个区域、某个时

段总是有一些类似的高发性诉求，那么它们反映的

应该是具有一定普遍性和系统性的问题。 要衡量工

作是否属于“善于”作为，主要关注的就不是日常应

诉工作的完成情况，而是看治理主体是否能够形成

对系统性诉求的成因和机理的规律性认识，并由此

找到科学有效的解决思路和工作方法，即治理主体

是否具备回应超大城市治理的难点问题、根本性问

题。 因此，很多案例中着力刻画的多是各机关和部

门如何解决系统性诉求。 在接诉即办工作中，群众

诉求所传递的是问题信号，各级党员干部不仅要回

应某个具体的诉求，更要“举一反三”地找出系统性

问题，开展主动治理，甚至像医生那样治“未病”。
这就对党员干部的治理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

求，要求他们必须像“管理科学家”那样具有不断探

索未知世界的能力，提高对问题本质的认识水平，能
够提出解决问题的创新方法。

（三）大有作为的多样化体现

在接诉即办工作中，衡量各级党政部门和党员

干部是否有所作为的显在绩效指标，是以“三率”为
核心的具有可见度的各种量化或定性指标。 这些显

在绩效指标是大部分案例都充分关注的。 然而，若
要从“有所作为”上升到“大有作为”的层次，就要更

加注重潜在绩效指标：其一，在工作层面上能否创新

工作机制和工作方法，能否提炼出可推广的治理模

式；其二，能否在党员干部的工作作风、干群关系、整
体治理效能这些相对宏观和弹性的层面上取得“可
识别”的进步。

图 ３　 接诉即办中党员干部担当作为的四维模型

综上，可以用图 ３ 来展示本研究所建构的接诉

即办中党员干部担当作为的四维模型：政治担当、工
作担当、善于作为、大有作为。 这四个维度具有普遍

性，适用于考察各种工作场景下党员干部是否担当

作为及其担当作为的程度。 在这四个维度中，政治

担当（对党忠诚、为人民服务）因其较强的原则性而

更具普适性；而后面三个维度则更能体现工作场景

的特殊性或领域性。
具体到接诉即办的工作背景下，党员干部的担

当作为具有如下特点：在工作担当层面，主要领导干

部既要“负起责任”，高度重视，又要“沉得下去”，切
实解决基层治理的实际问题；在善于作为方面，做好

“日常应诉”工作只是基础性的工作要求，而真正的

善于作为是要做好“系统治理”，即要以“实践型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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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科学家”①的思维去主动地、创造性地解决城市治

理、社会治理的系统性问题；在大有作为方面，取得

以“三率”为核心的可量化的显在绩效已经表明组

织和个人的确有所作为，而要真正做到大有作为，需
要追求潜在绩效，即不仅要在工作体制和机制、治理

经验和模式上有所创新，而且要求工作成果能够切

实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并具体表现为

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工作思路的基础上，取得实

实在在的发展成效。 也就是说，要真正做到系统治

理并取得潜在绩效，就意味着负责接诉即办工作的

主要领导干部已经或正在成长为“实践型管理科学

家”。 通过归纳分析可以发现，北京市所评选的接

诉即办工作优秀案例隐含着对党员干部担当作为内

涵的基本设定，即一名能够担当作为的党员干部，不
仅是能做好常规工作的称职工作者，而且要成为优

秀的“实践型管理科学家”。

图 ４　 接诉即办中党员干部担当作为的促进机制模型

六、接诉即办中担当作为的
促进机制分析

　 　 基于案例材料，可以总结出促进党员干部担当

作为（以及接诉即办工作本身）的七种手段（如图 ４
所示）。 这些手段大体上可归纳为三类：第一类是

压力型机制，即以考评考核作为基础手段，以监察监

督作为警示手段，通过对党员干部施加压力，从上到

下层层传导压力、压实责任，来敦促他们担当作为，
竭力工作；第二类是锦标赛机制，即以提拔奖励作为

硬激励手段，以社会声誉作为软激励手段，以揭榜挂

帅作为竞争激励手段，制造党员干部竞相争先的锦

标赛工作场景，在这个赛场上作为强化物或“诱因”
的是提拔机会、物质奖励、声誉鼓励、竞争胜出等；第
三类是心理赋能机制，即以能力提升作为保障手段，
以人文关怀作为支持手段，为党员干部进行心理赋

能，从而培育担当作为所需的内在能力和内生动力。
在这三类机制中，前两种使用较多，尤其是考评考

核，几乎是每个案例都要涉及的，然而，心理赋能机

制较少被使用，揭榜挂帅的做法也只有一个案例进

行过详述。
以往对我国政治情境下干部激励机制的研究，

谈得最多的就是“压力型机制”和“晋升锦标赛机

制”。 前者主要通过末位淘汰制、一票否决制、目标

层层分解等机制识别出落后者［１７］ ，后者通过党管

干部、层级考核和绩效晋升等机制识别优胜者［１８］ 。
这两种机制在社会科学中被广泛讨论，它们也可以

被理解为“推” “拉”机制，分别运用的是“大棒”和

“胡萝卜”原理。 对于公务员队伍而言，随着行政级

别的升高，晋升通道迅速收窄，而且其工资福利的层

级化设定也相对刚性，因此可以动用的外在强化物

并不是太多，这也是锦标赛机制的作用效果近年来

出现下滑趋势的主要原因。 这种情况在接诉即办工

作中也有所体现。 该项工作往往涉及多部门联合和

上下协同，加之工作内容和成果的可量化性程度不

高，通常很难单独突出某一名干部的个人贡献，在这

种情况下考评和激励机制就较难发挥效用。 而当锦

标赛机制难以使用时，压力型机制的应用频率往往

会增加。 压力型机制强调自上而下地将计划层层分

解、压力层层传导，随之而来的往往是任务层层加

码、压力层层下移［２０］ 。 但是，在目标和任务向下

“发包”的过程中，下级的事权、人力和物质资源未

必相应地成比例增长，从而容易出现任务要求同权

力、资源不相匹配的矛盾情况。 虽然在本文分析的

案例材料中这种“矛盾”情况很少被提及，但“层层

压实责任”之类的说法几乎可见于每一份案例材

料，压力型机制被广泛应用于推进接诉即办工作。
在接诉即办工作中，目前破解下级权力和资源不足

困境的主要做法是，上级领导干部直接进入下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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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场域，以“上下联动”的方式开展工作，这实为

动用上级的权力和资源来解决下级工作面临难题的

一种工作机制。
除了上述两类机制，需要单独讨论的是第三类

机制———心理赋能机制，关于这方面的手段或方法，
虽然在整个案例材料中出现的频次不高，但颇具特

色和类型代表性。 接诉即办工作是党政干部和普通

公务员面临的新课题，在实践工作中边做边学，通过

案例提升工作能力，就显得很有必要。 此外，对党员

干部的人文关怀、心理疏导等措施也有助于增强其

担当作为的心理动力。 在党政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关

系上，长久以来形成了一种单向的服务关系，其基本

假定是党政干部应该是不存在能力缺憾的全知全能

的管理者，是不存在心理脆弱的全心全意的服务者，
然而这只是一种理论抽象或刻板印象［２１］ 。 每名党

员干部都是具体的个人，因此需要为其心理赋能，加
强心理建设。 这可能是促使他们担当作为的一个重

要机制，值得研究并加强。
上述三类机制所激发的党员干部担当作为的动

机性质是不同的。 担当作为的动机来源，应该是一

个从内（自主动机）到外（受控动机）的连续体［２２］ 。
压力型机制、锦标赛机制所调动的动机多属于受控

动机，此时个体是在外部力量控制下开展行动的，这
种动机的作用往往存在“边际递减”现象。 而心理

赋能机制可能更有利于激发自主动机，让党员干部

有能力并自觉自愿地去迎接工作挑战。 举例来说，
假如能让从事接诉即办工作的专职干部建立一种职

业身份认同———成为实践型的管理科学家，则可能

激励其自主探索，将外部压力转为内在动力［２０］ ，勇
敢地去担当作为。 当然，这种努力应该得到制度环

境的支持，即制度环境要为担当者担当，要为作为者

助力。 《北京市接诉即办工作条例》专门有一条写

道：“建立接诉即办工作容错纠错机制，鼓励工作人

员担当作为。”当下，改革开放进入攻坚期。 所谓攻

坚期，说到底就是社会利益深度调整期，是领导干部

出错的高压期。 这就必须创新领导干部管理工作，
尤其要更加重视领导干部容错纠错机制建设，鼓励

创新，宽容失败，营造领导干部想干事、谋改革、促发

展的浓郁氛围［２３］ 。 需要认真落实“三个区分开来”
的要求［１］ ，“营造尊重特点、鼓励创新、信任理解、宽
容失败的良好环境” ［２４］ 。 然而，在上述 １００ 个典型

案例中，尚没有提及容错纠错机制问题。 可见，在实

践中这种机制建设的重要性还未引起足够的关注。

七、关于案例文本的反思：
意义和不足

　 　 本文分析了北京市接诉即办工作的 １００ 个优秀

案例，透过芜杂的文本陈述澄清了党员干部担当作

为内涵的四个维度及其具体表现，并在此基础上建

立了一个有关担当作为的四维模型，同时确定了各

维度的次级指标，这一模型深化了已有的理论认识。
概言之，党员干部的担当作为具有丰富的内涵：不但

包括政治担当和工作担当，而且包括善于作为且大

有作为。 本文围绕接诉即办工作实际阐明了每个维

度上的具体表现或考核指标，这就为今后开发专门

的评价体系奠定了基础，有助于深化、细化党员干部

的考核工作。
本文根据接诉即办工作案例材料提炼出促进党

员干部担当作为的七种手段，并将其归并为三类机

制：压力型机制、锦标赛机制、心理赋能机制。 前两

类机制已被党政部门广泛使用，也得到学术界较多

的研究，但是还需注意到北京市接诉即办工作中对

心理赋能机制的应用还不多，理论研究则更少见，亟
须加强。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建构的理论框架为今

后相关研究和实践提供了必要的基础，但上述成果

也可能存在一定的限制性。 一是案例分析关注的都

是优秀案例，可能会出现“幸存者偏差”，即那些没

有被选为优秀的案例，那些没有通过案例材料表达

的实践，同样需要考察，以弥补本文研究结果可能存

在的不全面之处。 二是这些案例材料主要从组织层

面记述有关工作并总结经验，组织内部参与此项工

作的每个人未必能在案例材料里“发声”，因而今后

需要直接针对党员干部个人开展访谈和调研，以展

示他们个人经验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注释

①这里的“实践型管理科学家”主要是指基于实践工作经验，能够发

现社会管理一般规律并善于将其创造性地运用于治理工作的党员

干部。

参考文献

［１］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

新作为的意见》［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８－０５－２０）［２０２２－１０－０６］．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ｏｖ．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ｃｅ ／ ２０１８－０５ ／ ２０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２９２２６３．ｈｔｍ．

［２］李文钊．北京市“接诉即办”的设计原理［ Ｊ］ ．前线，２０２１（３）：６７－
７４．

［３］王亚华，毛恩慧．城市基层治理创新的制度分析与理论启示：以北

京市“接诉即办”为例［Ｊ］ ．电子政务，２０２１（１１）：２－１１．

５３

接诉即办中党员干部担当作为的表现和促进



［４］唐任伍．“五个敢于”是新时代干部担当精神的具体体现［ Ｊ］ ．人
民论坛，２０１８（８）：１２－１４．

［５］郭晟豪．基层干部的担当作为：基于角色认同中介的动机与行为

关系研究［Ｊ］ ．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２０２１（１）：６７－８０．
［６］葛蕾蕾，保津．新时代地方政府激励干部担当作为的探索与思考

［Ｊ］ ．行政管理改革，２０１９（４）：８４－８８．
［７］李庆霞．领导干部敢担当、善作为的三个“统一” ［ Ｊ］ ．理论探讨，

２０１６（４）：１２３－１２６．
［８］段哲哲，王天凤，陈家喜．超越技术官僚：新时代担当作为型干部

的内涵：一个探索性研究［Ｊ］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２０２１（４）：８３－９６．
［９］李文钊．超大城市的互动治理及其机制建构：以北京市“接诉即

办”改革为例［Ｊ］ ．电子政务，２０２１（１１）：１２－２１．
［１０］王程伟，马亮．绩效反馈何以推动绩效改进：北京市“接诉即办”

的实证研究［Ｊ］ ．中国行政管理，２０２０（１１）：１１７－１２５．
［１１］王丛虎，乔卫星．基层治理中“条块分割”的弥补与完善：以北京

城市“一体两翼”机制为例［ Ｊ］ ．中国行政管理，２０２１（１０）：４９－

５６．
［１２］王大广．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首都实践及其现实意义［ Ｊ］ ．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１）：１２６－１３３．
［１３］翟文康，李芯锐，李文钊．界面重构：迈向超大城市有效治理的路

径选择：以“接诉即办”的大兴经验为例［ Ｊ］ ．电子政务，２０２０
（６）：４２－５４．

［１４］杨守涛．诉办关系变迁与基层治理样态演化：被动式回应与主动

式回应的两分及其超越［Ｊ］ ．中国行政管理，２０２２（１）：１０５－１１１．
［１５］马超，金炜玲，孟天广．基于政务热线的基层治理新模式：以北京

市“接诉即办”改革为例［Ｊ］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２０（５）：３９－

４７．
［１６］辛自强．社会治理心理学与社会心理服务［Ｍ］．北京：北京师范

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０：４１－４６．
［１７］段哲哲，陈家喜．新时代地方干部担当作为激励机制分析［ Ｊ］ ．政

治学研究，２０２１（１）：１３９－１５１．
［１８］唐海华．“压力型体制”与中国的政治发展［Ｊ］ ．中共宁波市委党

校学报，２００６（１）：２２－２８．
［１９］ＮＥＩＳＳＥＲ Ｕ． Ｊｏｈｎ Ｄｅａｎ’ ｓ ｍｅｍｏｒｙ：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 Ｊ］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１９８１（１）：１－２２．
［２０］孙德超，周媛媛．变“压力”为“动力”：基于公共服务动机理论的

基层扶贫干部工作压力研究［ Ｊ］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２０２０
（２）：１５９－１６６．

［２１］辛自强．理性的达成：社会治理心理学的反思［ Ｊ］ ．中州学刊，
２０２０（３）：７－１３．

［２２］郭晟豪．基层干部何以担当作为？ 测量、动机与前因机制［ Ｊ］ ．心
理科学进展，２０２０（６）：９２４－９３４．

［２３］熊项斌．新时代领导干部创新动力与提升机制［ Ｊ］ ．河南师范大

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１）：１５１－１５６．
［２４］习近平．之江心语［Ｍ］．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１１．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ａｒｔｙ Ｍｅｍｂｅｒ Ｃａｄｒｅｓ’ “Ｔａｋｉｎｇ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Ｓｗｉｆｔ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ｏｍｐｌａｉｎｔｓ

—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１００ Ｃａｓｅｓ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Ｘｉｎ Ｚｉｑｉａ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Ｂｅｉｎｇ ａｂｌｅ ｔｏ ｔａｋ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ｆｏｒ ｓｅｌｅｃ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ｃａｄｒ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Ｓｗｉｆｔ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ｏｍｐｌａｉｎｔｓ（ＳＲＰＣ）” ｌａｕｎｃｈｅｄ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ｈａｓ ｐｕ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ｎｅｗ ｒｅｑｕｉｒｅ⁃
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Ｐａｒｔｙ ｍｅｍｂｅｒ ｃａｄｒｅｓ ｔｏ ｔａｋ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１００ ｏｕｔ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ＳＲＰＣ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ｒｉｅｓ ｔｏ ｅｘ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ｔａｋｉｎｇ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ａｋｉｎｇ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Ｐａｒｔｙ ｍｅｍｂｅｒ ｃａｄｒ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ｆｏｕｒ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ｗｏｒｋ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ｇｏｏ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ｇｒｅａｔ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ａｃｈ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ｈａｓ ｉｔｓ ｏｗｎ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ｍｅａｎｓ ｂｅｌｏｎｇ⁃
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ｔｏｕｒｎａｍｅｎ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ｃａｎ ｂ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ｕｓｅｄ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Ｐａｒｔｙ ｍｅｍｂｅｒ ｃａｄｒｅｓ ｔｏ ｔａｋ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ｍ，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ｍｐｉｏｎｓｈｉｐ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ｗｉｄｅｌｙ ｕｓ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ｈａｖｅ ａｌｓｏ ｂｅｅｎ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ｃｉｒｃｌｅ．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ｋ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ｈａｓ ｎｏｔ ｂｅｅｎ ｆｕｌｌｙ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ｈａｓ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ｉｎｇ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ｃｅ ｏｆ “ ｔａｋｉｎｇ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ｉｔｓ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 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ｃ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ｉｎ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ｈａｓ ｎｏｔ ｂｅｅｎ ｇｉｖｅｎ ｆｕｌｌ ｐｌａｙ ｔｏ，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ｃａｒｒｙ ｏｕ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ａｎｄ ｃａｄｒｅｓ ａｓ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ｎ ｔｈｅ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 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ｗｏｒｋ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ｐｓｙ⁃
ｃｈｏｌｏｇｙ，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ｉｒ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ｉｔｙ ｏｆ Ｐａｒｔｙ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ａｎｄ ｃａｄｒｅｓ ｔｏ ｐｌａｙ ｔｈｅｉｒ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ｐｏｗｅｒ．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ｃｉｔ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ｗｉｆｔ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ｏｍｐｌａｉｎｔｓ； ｔａｋｉｎｇ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

责任编辑：翊　 明

６３

　 ２０２３ 年第 １ 期



思想政治教育与法治建设相互作用机理探析

吴宏亮　 　 薛建龙

　　摘　要：思想政治教育和法治建设都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方式。 思想政治教育随

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不断丰富发展法治建设需要的内容。 法治建设的重心也需要逐步深入转向

凝聚全社会共同的思想根基、形成法治信仰。 思想政治教育为法治建设提供思想基础和价值支撑，滋养法治精神

的灵魂，能够增强人们对法律的信仰，推动公民法治信仰的知行统一。 法治建设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外部条件和

刚性支持，进而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效果，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制度保证。 思想政治教育和法治建设良性互

动、同频共振，才能实现社会治理的向善向好。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法治建设；耦合互动；作用机理

中图分类号：Ｄ６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３）０１－００３７－０７

　 　 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处

理好思想政治教育和法治建设的关系问题。 法治建

设强调依照法律法规管理经济、文化和各项社会事

务，保证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具有刚性的约束力；
而思想政治教育则是有目的、有计划地对社会群体、
社会成员进行的具有一定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

规范的教育和影响过程，呈现出一种柔性的约束力。
虽然法治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在实施内容、推进途

径、作用方式等方面存在着明显不同，但二者殊途同

归，最终目的都是为了约束和教化人。 本文试对法

治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如何实现相互作用、相辅相

成、相得益彰，共同推进社会治理向善向好发展的作

用机理展开研究，以助力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全面

推进依法治国的理论丰富与实践创新。

一、思想政治教育与法治建设
相互融入、耦合互动

　 　 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相适应的思想道德体系，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有

机结合起来，这是我们总结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的

历史得出的重要经验。 深入推进法治建设，全面实

施依法治国，需大力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来增进共识、
凝聚人心。 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与法治建设相互融

入、耦合互动，具有可行性、必要性和科学性。
１．思想政治教育和法治建设的目标具有一致性

思想政治教育从形式上看是“软”的，似乎是

“虚” 的；法治建设则是 “硬” 的、刚性的，似乎是

“实” 的。 但社会治理既需要思想政治教育这种

“软”的一手，也需要法治建设这种“硬”的一手。 问

题的关键是如何处理好“软”与“硬”、“虚”与“实”
的关系，共同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

化。 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邓小平主张纠正社会上的

不正之风要靠加强法制和社会教育来解决。 他明确

指出：“我们国家缺少执法和守法的传统，从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就开始抓法制，没有法制不行。
法制观念与人们的文化素质有关。 现在这么多青年

人犯罪，无法无天，没有顾忌，一个原因是文化素质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１１－２０
作者简介：吴宏亮，男，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南郑州　 ４５０００１）。 薛建龙，男，教育部高校思想政

治工作队伍培训研修中心（郑州大学）、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河南郑州　 ４５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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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低。 所以，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进行教育，根本问题

是教育人。 法制教育要从娃娃开始，小学、中学都要

进行这个教育，社会上也要进行这个教育。” ［１］这阐

明了同时抓好法治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作

用。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国家、
治理社会必须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既重视发挥

法律的规范作用，又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实现

法律 和 道 德 相 辅 相 成、 法 治 和 德 治 相 得 益

彰。” ［２］１４４－１４５这充分说明，思想政治教育和法治建

设是推动国家治理的两个重要手段，两者的最终目

标都是实现治理的向善向好。
经过长期努力，我国已经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

法律为主干，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在内，覆盖社会

全方位、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实现了各

领域有法可依的良好局面。 但另一方面，一些党员、
干部仍然存在人治思想和长官意识，“认为依法办

事条条框框多、束缚手脚，凡事都要自己说了算，根
本不知道有法律存在， 大搞以言代法、 以权压

法” ［３］１１６。 在社会层面，一部分群众法治意识仍然

薄弱，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意识不强，一定程度上还

存在依靠人情办事，息事宁诉、不愿意使用法律维护

自身权益的现象，甚至在个别方面还存在依法办事

就是“没本事”的错误认知。 因此，全民法治观念还

需要进一步提高。 另外，我国制定的法律几乎覆盖

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但人们依然按照传统方式处

理各种事务。 因此，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需要在加强法治建设的同时加强思想政治教

育，使法治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同向同行、同频共

振，推动社会治理良性发展。
２．思想政治教育中需要增加法治教育因素

在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方面，除了思想政治理论

课中有一门课程涉及法律外，其他课程包括思政课

程中体现法治的内容不多，这与当前社会主义法治

建设大发展的需要极不相称。 思想政治理论课涉及

法律知识的内容较少，势必造成思想政治教育与法

治建设两张皮的现象，难以有效提升青少年尊重和

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思想道德素质和法治素养的意

识。 一些严重践踏法律的极端案件不时见诸报端，
其中不乏“高知”犯罪，如北大学霸吴谢宇弑母案，
复旦大学研究生林森浩投毒案，给人们的教训和警

示是深刻的。 诸如此类案件不是因为法律体系的不

完备，而是需要进一步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启蒙、教
化、引导和规范作用。 在社会层面，提高广大民众的

法治意识要靠大力开展普法教育，而思想政治教育

是开展普法教育、提高民众法治意识的主要途径、重
要形式。 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既能够提高人们的法

律意识，推动形成社会主义法治观念，也能够提升人

们的思想道德素质，提升法治实施效果。
从社会层面来讲，对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也应

加大法治教育比重。 领导干部是法治建设的引领

者、示范者，他们法治意识的强弱直接影响民众对法

治建设的认同和信心。 因此，思想政治教育需要深

化对法治工作者的教育。 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以

前所未有的高压姿态进行反腐败斗争，一方面坚持

打虎拍蝇猎狐，形成对腐败行为的高压震慑态势；另
一方面不断健全、完善相关法律规章制度，构筑完善

的权力运行制约机制。 这些措施为法治建设奠定了

刚性的制度约束。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一些法治工

作者自身法治意识淡薄，有的权欲观念深厚，蔑视法

律权威，认为权大于法，以权压人，使民众不敢用法，
影响了党和国家的形象和威信。 有的行事“一刀

切”，不懂因地制宜、灵活运用，使法律的实践性大

打折扣。 有的习惯于搞“下不为例”，结果造成法治

实施的“破窗效应”，严重影响着人们对法治建设的

信心，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法治建设的“绊马索”。
干部违法犯罪，对法治公信力的损害比其他行为要

严重得多。 譬如，云南省昆明市轰动一时的孙小果

案就牵扯到一批政法干部，最后造成 １ 名副部级干

部、５ 名正厅级干部受到处分，１９ 名涉案公职人员和

重要关系人被判刑的恶劣后果。
一些政法干部违法犯罪，对法治公信力的损害

比其他行为要严重得多。 中央纪委拍摄的纪录片

《忏悔录》中，多名落马官员在悔过书中表示由于缺

乏对法律知识的学习，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违法违纪

行为，走向了腐败的深渊，导致了不可收拾的局面。
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领导干部的法治素

养，从其踏入干部队伍的那一天起就要开始抓，加强

教育、培养自觉，加强管理、强化监督。” ［３］１２７这为

加强对领导干部和法治工作者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

了根本遵循。 ２０２１ 年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首先

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作风上开展纯洁队伍的

政治思想教育，进而是专题法治学习教育，强调以学

习教育为先导，并把学习教育贯穿始终，这正是加强

干部法治教育的一次有益尝试。
３．法治建设的刚性因素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弥补

法律尽管是现代社会中最重要的社会生活制

度，但不是万能的。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新生事

物的不断涌现，法律不可能事无巨细、无所不包，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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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法律是由人制定的，是一种相对稳定并且规定确

切的规则，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中就会存在一定

的不足和局限。 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但各种变幻莫测、纷繁复

杂的问题使立法总是滞后于现实，从某种程度上说，
立法往往是“事后法”。 美国法学家埃德加·博登

海默曾指出：“法律的缺陷部分源于它所具有的守

成取向，部分源于其形式结构中所固有的刚性因素，
还有一部分则源于与其控制功能相关的限度。” ［４］

法律自身固有的不周延性和滞后性等一些缺陷，使
其对于已经发生的不符合社会规范要求而又没有法

律规定的事件，往往表现出无能为力。 例如，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出台生效之前，针
对有人侮辱英雄烈士的言论和行为，由于没有相应

的法律条文，法律规范往往不能起到强制性的制约，
只能靠道德的谴责和舆论的声讨进行规范。

法律规范人们的行为，强制性地惩罚违法行为，
但不能代替解决人们的思想道德问题。 “天下之

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 ［５］ 在我国法治

化进程中，也曾有一种倾向：过分强调法律的硬性约

束力，立法热情高涨，而忽视法律实施过程中的意识

形态引导和价值观引导，淡化了对执法人员和公民

法律思想和法治观念的改造。 法律不能严格执行和

遵守，就会失去效力；不能得到切实有效的实施，就
会降低法律的权威地位。 一些法律法规价值导向不

鲜明、可操作性不强，加之一些执法、司法人员法治

素养和道德修养不高，面对复杂问题往往无所适从，
出现工作方式生硬，教条执法，野蛮执法，死抠条文，
不近人情，伤害了人民群众对法治建设的信任和信

心。 这些问题都需要思想政治教育的介入，以提升

法治工作者的自身素质、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 法

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和道德都

具有规范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 “我国

历来就有德刑相辅、儒法并用的传统。 法是他律，德
是自律，需要二者并用。 如果人人都能自觉进行道

德约束，违法的事情就会大大减少，遵守法律也就会

有更深厚的基础。” ［２］１３８因此，利用思想政治教育

的柔性约束力能够起到法律刚性约束力所不能及的

作用，从而弥补法律本身的不足和局限。

二、思想政治教育为法治建设
提供思想基础和价值支撑

　 　 思想政治教育是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

重要手段。 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丰富，理想信念教育

是核心，法治教育是重要内容。 通过对人们进行法

治教育和价值培育，引导人们增强法治观念，学会用

法律武器来解决现实问题，从而使人们不断增强对

法治社会的认同感，促进法治建设的顺利推进。
１．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性是滋养法治精神的

灵魂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意识形态工作，是以马克

思主义为指导，使人明辨是非、净化心灵的价值培育

过程。 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在于以理服人、以情感

人、以行导人，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方法的潜

移默化和行为塑造。 构建根植于全民心中的法治精

神，需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传导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方法论。

弘扬和培育法治精神，必须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明确的价值导向，坚持以马克思

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告诉人们什么是真善美、什么

是假恶丑，什么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

对和否定的。 这与我国法治精神弘扬社会主义的公

平正义价值观完全契合，正所谓“树德莫如滋，去疾

莫如尽”。 法律法规用刚性的条文明确哪些事情能

够做，哪些事情不能够做，如果做了会受到强制的惩

罚。 治国理政既要重视发挥法治的刚性约束作用，
更要重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柔性感化作用。 只有

那些合乎道德、具有深厚道德基础的法律才能为更

多人所自觉遵行。 思想政治教育正是培养人们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法治精神和法治意识的

主要方式。 发挥好道德的教化作用，必须以道德滋

养法治精神、强化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作用。 再

多再好的法律，必须转化为人们内心自觉才能真正

为人们所遵行。 “不知耻者，无所不为。”没有道德

滋养，法治文化就缺乏源头活水，法律实施就缺乏坚

实社会基础［２］１４５。
以思想政治教育培育法治精神，首先，要造就一

支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社会主

义法治工作队伍，教育引导法治工作者坚持正确政

治方向，依法依规履职尽责，担当社会责任。 其次，
重在培养人民的理性精神、诚实守法精神、依法维权

和依法解决问题的意识。 要深入开展宪法宣传教

育，弘扬宪法精神，形成崇尚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

法权威的社会氛围，增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道路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要深入宣传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律体系，引导全体公民自觉守法、遇事找法、
解决问题靠法。 最后，要坚持法治教育与法治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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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结合，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滋养社会主

义法治文化，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增强法治观

念，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使全体人

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自觉践行者。
２．思想政治教育的渗透性增强人们对法律的

信仰

思想政治教育能够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和政治

信仰，达到社会所需要的思想道德和政治品格，为法

治建设提供思想基础。 要实现这一目标，思想政治

教育必须落地落实，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社会实

践中才能有效。
思想政治教育的渗透性主要是运用体验、渗入、

弥漫等多种形式，立足于教育客体开展教育，增强教

育的针对性，从而能够对教育内容起到深化、催化、
升华的作用。 人们对法律的信仰并不是与生俱来

的，而是通过后天的教育学习和实践养成才形成的。
任何法律规范只有深入人心，得到人们普遍遵守和

尊重，才有实际意义。 法国思想家卢梭曾说：“法律

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

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 ［６］ 美国法学家伯尔曼说

过：“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形同虚设。” ［７］ 从某

种程度上说，思想政治教育正是促进法律被信仰、将
法律的外在强制力转化为人们对法律的认同与践行

的活动。
思想政治教育的渗透性要求把握好教育对象的

心理接受特征，在教育过程中融入教育对象的特征、
兴趣和求知心理，充分考虑其接受能力。 要优化教

育主题，认真设置教育课程，通过分析、引导等多种

方式不断增强受教育者的参与程度，引起其心理共

鸣和思想认同。 思想政治教育要创新载体，运用多

种形式，如观看红色影视作品、举办红色故事宣讲

会、开展红色歌曲比赛等，让人民群众在这些活动中

自觉感受精神洗礼，提升自我修养和精神境界。 还

可以有计划、分批次现场参观学习革命遗址遗迹、革
命纪念馆、革命博物馆、伟人故居等纪念场所，让人

民群众感受革命战争年代的腥风血雨，在炮火洗礼

中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深刻体悟今天的幸福生

活来之不易，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以此

提升教育对象的法治意识和对法律法规的敬畏之

心。 思想政治教育还要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

程，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引导广大人民群

众树立良好道德风尚，争做社会主义道德示范者、良

好风尚维护者。
思想政治教育的渗透性还要求加强教育主客体

之间的心灵沟通，使两者关系融洽，对教育主体来说

能够实现教育主导性和多样性的统一。 对教育对象

来说，能够加深对教育信息、知识的理解、吸收和内

化，使其在教育过程中处于一种高度自觉的意识状

态，进而极大激发其参与热情，有效地提高教育的实

效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道德教育中突出

法治内涵，注重培育人们的法律信仰、法治观念、规
则意识，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
庭责任，营造全社会都讲法治、守法治的文化环

境。” ［３］１３４教育者要根据教育对象的特点，在教育

内容上融入教育对象相关的议题，把法治教育与道

德教育结合起来，引导公民感受和认同法律中蕴含

的正义、平等、人权、秩序等价值理念，同时大力弘扬

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思想

政治教育的功能。
３．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性推动人们法治信仰的

知行统一

发挥好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化作用，必须以道德

滋养法治、强化道德对法治的支撑作用。 思想政治

教育作为一项教育实践活动，在教育内容和教育方

法的选择上需要将法治教育与实践养成有机结合起

来，组织公民参加社会普法实践活动，让公民感知法

律、体验法律，深化对法律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法律法规通过外在的强制力来约束人们的行

为，但仅靠外在强制力约束而保证公民守法行为是

不够的，也是死板的、被动的、他律的，不一定是公民

发自内心的行为自觉。 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加强全社

会的思想道德建设，将公民的守法行为上升为内心

的自律，把守法内化为一种心悦诚服的道德义务来

遵行。 自觉的守法行为一方面来自于人们的需要；
另一方面来自于人们形成的自觉遵守法律的道德义

务感，即对法律的信仰。 加强道德建设重要的是

“激发人们形成善良的道德意愿、道德情感，培育正

确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责任，提高道德实践能力尤其

是自觉践行能力，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

德、守道德的生活，形成向上的力量、向善的力

量” ［２］１３７。 思想政治教育通过法律知识和法治观

念的教育，促进公民法治意识的形成，从知识层面提

高公民的法律意识，从行为层面进而将公民法治信

仰上升为自觉的尊法守法用法行为。 思想政治教育

的教化感化之功，强调学习的自化内化之效，在现实

实践中往往育人于潜移默化、润物无声之中，使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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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法治意识转化为法治自律。
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性重在使知识转化为德

性，使德性转化为德行。 思想政治教育要同生产劳

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把思想政治观念和道德规范

教育与道德行为的实践锻炼结合起来，在讲清道理

的基础上，有目的、有计划地引导和组织受教育者将

所学知识付诸实践，以形成知行统一的良好习惯。
如要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可以通过实实

在在的、形象直观的事例、数据、图片、故事等多种形

式表现出来，让教育对象在“看得见” “摸得着” “信
得过”的情况下激发起情感共鸣，增进情感认同，从
而积极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之中。
还可以邀请社会各领域、各行业涌现出来的先进典

型、劳动模范、道德楷模、感动中国人物等先进人物

为广大人民群众授课，使其树立可敬、可亲、可信、可
学的鲜活榜样，通过发挥其示范激励作用增进情感

认同，激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奋进力

量。 思想政治教育还要以实际案例，以近年来中央

查办的司法领域大案要案作为反面教材，教育引导

广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旗帜鲜明抵制和反对关系

学、厚黑学、官场术、“潜规则”等庸俗腐朽的政治文

化，以实际典型案例教育、警示人们自觉守法、用法，
尊重法律权威，将法治意识和法治精神转化为自觉、
自律性的行为。

三、法治建设为思想政治教育
提供刚性支持

　 　 法治建设要求社会各项事务和各领域都要纳入

法治的范围。 “法律是道德的保障，可以通过强制

性规范人们行为、惩罚违法行为来引领道德风

尚。” ［２］１４５法治建设把一些基本道德规范转化为法

律规范，使法律规范更多地体现道德理念和人文关

怀，通过法律的强制力来强化道德作用、筑牢道德底

线，推动全社会道德素质提升。 只有发挥好法治的

规范和保障作用，才能更好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

的。
１．良好法治环境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外部条件

一个人在其社会化的过程中处于政治、经济、文
化等各种社会环境之中，这些所有的客观条件都必

然受到法律的规范。 只有良好的法治环境，才能为

公民形成正确思想观念和良好道德品质提供有力保

障。 美国哲学家弗洛姆也曾指出：“健康的社会能

拓展人具有的爱人的力量，能促使他创造性地工作，

发展他的理性和客观性，以及使其具有基于自己的

生产力的经验的自我身份感。 不健康的社会则造成

人们相互憎恨与不信任，将人变成他人利用与剥削

的工具。” ［８］因此，健康的社会必然是一个良法善治

的社会。
法治环境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开展提供外

部条件，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全过程、全要素。 思想

政治教育的主客体、介体、环体和公民思想道德品质

的形成无不受到法治环境的规制。 法治环境为人们

提供的价值取向、规范约束，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们

的价值观念和实际行为。 同时，良好的法治环境也

体现着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和价值。 在良好法治环

境里人们接受潜移默化的规制、引导和保障，促使人

们的思想意识、政治观念、道德品质良性发展，进而

形成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要求相一致的思想意

识、政治观念和道德品质。 康德认为：“良好的国家

体制并不能期待于道德，倒是相反地，一个民族良好

道德的形成首先就要期待于良好的国家体制。” ［９］

可见，只有人们所处的法治环境与其所接受的思想

政治教育的价值取向、目标要求、行为导向等相一

致，人们才能更好地接受、信服并内化于心、外化于

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要求。
良好的法治环境必须把法律的规范性、引领性

和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导向结合起来，使法律法规

更好体现思想政治教育要求的价值目标、价值取向

和价值准则。 法律法规要体现鲜明的价值导向，就
必须要符合当下社会的主流道德观念。 法治不仅是

法律之治，更应该是善法之治，其顺利实施必然要遵

循道德之“应然”。 社会主义法律法规直接影响人

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认同和自觉践行。
因此，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为引领，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体现到

法律和公共政策之中，并转化为具有刚性约束力的

法律规定。
良好法治环境为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实现提供

刚性约束环境。 法治具有强制性和惩戒性，对于一

些违反法治精神、道德要求的行为，仅靠思想政治教

育的软性约束往往难以起到应有的作用，需要法律

法规的刚性约束。 例如，前些年各地均出现了一些

企业为了经济效益，将企业的废水、废渣等废弃物随

意倾倒入河湖或掩埋在地下，造成对环境的极大破

坏。 随着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的严格执行，此类

恶意危害环境的违法行为被严惩重罚，该类事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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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减少。 从法治实践看，中国共产党领导立法，党的

主张通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建成了完善的

社会主义法制体系；保证执法，坚持把权力放进法律

的笼子，建设法治政府；支持司法，保证司法机关独

立行使职权。 党领导的依法治国的法治环境基本形

成。 法治的强制性约束力体现在法治国家、法治政

府、法治社会建设的全过程，融入了科学立法、严格

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各环节，从而为创造公平、
正义、自由、平等的法治环境奠定坚实基础。

２．良法善治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效果

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润物无声、潜移默化的功能。
然而，“徒善不足以为政”，人们趋利避害的本性使

单纯依靠道德的教化无法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因
而必须要对突破道德底线的行为辅以一定的惩戒，
以便社会公序良俗的实现。 通过法治建设，能够形

成符合人们道德要求的立法、严格而不逾矩的执法、
彰显人人平等的司法。 通过对违犯法律的行为进行

处罚、对模范遵守法律的行为予以表彰，对思想政治

教育所倡导的行为进行鼓励，对思想政治教育所反

对的行为进行惩戒，能够弥补思想政治教育单纯说

教的不足，进而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效果。
从良法角度来看，法律是底线的道德，也是道德

的保障。 发挥好法律的规范作用，必须以法治体现

道德理念、强化法律对道德建设的促进作用。 法治

建设通过将思想政治教育所倡导的行为规范、道德

规范上升为国家意志的体现———法律，进而确认和

彰显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理念。 党中央多次强调，
用法律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使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

法案件中体会到公平正义，以此体现社会主义制度

的优越性，激发群众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 可以

说，法治建设取得的任何成就都有利于促进思想政

治教育目标的实现，然而，现实生活中一些法律盲区

和公职人员的各种失职、渎职、失误等问题，严重影

响社会公平正义。 一个错误的判决，可能会对社会

道德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
从善治角度来理解，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

重要引领作用。 要加快健全完善公正高效权威的社

会主义司法制度，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让人民群众在

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要严格落实

司法责任制，建立健全司法人员履行法定职责保护

机制，推进审判公开、检务公开、警务公开、狱务公

开。 执法程序要与时俱进，体现法治精神和社会道

德的要求。 一方面，要完善执法程序，坚持严格规范

公正文明执法，准确把握适用裁量标准，加大关系群

众切身利益的重点领域执法力度。 另一方面，要改

进执法方式，增加“人情味”，善于把握引导社会心

态和群众情绪，融法、理、情于一体，综合运用多种手

段和教育、调解等办法，引导和支持人们合理合法表

达利益诉求，妥善化解各类社会矛盾，减少社会不公

现象，进而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效果。
３．法律法规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制度保证

人是受情感支配的个体。 在法律法规不完善不

健全等环境下，面对巨大的诱惑、利益，要防止人性

中的恶，仅仅依靠思想政治教育进行德育的教化是

不够的。 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基石和保障。 以法治承载道德理念，道德才有可靠

制度支撑。
法治建设是思想政治教育取得一定成效的坚强

后盾。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全面依法治国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 ［１０］ 因

此，必须把法治建设贯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的全过程和各方面。 法治建设把思想政治教育提

倡、推崇的价值观念予以制度化、权威化，把思想政

治教育的“柔性要求”转变为法治建设的“硬性规

范”。 “要把实践中广泛认同、较为成熟、操作性强

的道德要求及时上升为法律规范，引导全社会崇德

向善。” ［３］１３４由此制定的相应法律法规才能是一种

具体的、可以操作的硬性规范。 这些法律法规是遏

制道德滑坡、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保证。 例如，
可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转化为具有刚性

约束力的法律规定，用法律法规来推动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建设，使符合核心价值观的行为得到鼓励、
违背核心价值观的行为受到制约。 这种硬性的、具
体的法制保证，能够使思想政治教育事半功倍。 近

年来，我们相继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英雄烈士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

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都是顺应时代发展和人民

呼唤制定的法律规范，为规范人们在这些领域的行

为提供了制度保障。
一个良好社会除了教育、引导社会成员树立公

平公正、诚信友善等价值理念之外，还要建构合乎道

德规范的操作性较强的法律法规。 因此，法律法规

要树立鲜明道德导向，要把思想政治教育所倡导的

道德规范的要求贯彻到法治建设之中，完善惩处公

德失范、诚信缺失行为的立法、司法机制，大力整治

突破道德底线、丧失道德良知的现象。 例如，可以把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转化为具有刚性约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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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规定，通过法律法规的刚性约束力来推动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使符合核心价值观的行为

得到鼓励、违背核心价值观的行为受到制约。 这种

硬性的、具体的法制保证，能够使思想政治教育事半

功倍。 近年来，我们相继出台的民法典、个人信息保

护法、英雄烈士保护法、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等法律

法规，都是顺应时代发展、道德要求和人民呼唤制定

的，为人们在相关领域的行为规范提供了法治指引，
并通过法律法规的硬性约束力，为思想政治教育的

效果提供了制度保证和法治保障。

结　 语

“法”的诞生来源于人民群众的需求和社会治

理的需要，“法”的权威来自于人民群众的认同感与

支持度。 法律规范人们的行为，可以强制性地惩罚

违法行为，但不能代替解决人们的思想认识问题。
法安天下，德润人心。 对于一些违法犯罪行为，仅依

靠法治的外在强制作用难以起到最佳效果。 这就需

要思想政治教育的思想教化和道德感化，通过采取

惩罚与教育相结合、威慑与感化相结合的手段，实现

社会治理向善向好发展。 同时，思想政治教育通过

提升人民的思想道德观念和法治素养，形成符合法

治建设所要求的法治意识，并以此推动法治建设的

顺利进行。 法律有效实施有赖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支

持，思想政治教育的践行也离不开良好的法治环境。
因此，法治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如鸟之双翼、车之两

轮不可分离、不可偏废，国家治理需要法治建设和思

想政治教育耦合互动、共同作用、协同发力。
思想政治教育和法治建设良性互动、同频共振，

共同影响着人们的政治态度、引导着人们的价值取

向，把人们的道德品质、行为规范、政治倾向限定在

基本的范围内，是社会实现和谐、公平、正义、有序的

重要保证，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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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影响下全球价值链的重构走向与中国应对

伦　 蕊　 　 郭　 宏

　　摘　要：数字科技发展对全球价值链的重构具有“双刃剑”作用。 数字科技助力更多微观经济主体融入全球

价值链，推动全球价值链衍生新节点，化解长价值链条所面临的控制难题，破解成本与风险约束，消弭信息鸿沟，从
而推动全球价值链进一步细化分工、深度延展。 但数字科技也表现出逆全球化特性，加速制造环节回流发达国家

本土，简化工序流程，导致全球价值链表现出短链化、区域化、扁平化等特征。 在上述因素的合力作用下，未来全球

价值链将表现出以下重构趋势：产业回流引发纵向收缩，区域合作导致横向延展；“数字产业化”推动数字产业价值

链延展，“产业数字化”引发传统产业价值链收缩；企业总部在物理空间内集聚，离岸业务在数字空间内扩散；“链
主”企业实施的聚焦、进取或权变战略，是推动不同价值链展现出差异化重构走向的微观基础。 有鉴于此，中国须

适度超前布局数字基建，提升数字产业发展能级，打造数字化链群生态圈层，加快构建以中国为主导、凸显中国数

字优势的区域价值链。
关键词：数字经济；全球价值链；重构；深度延展；短链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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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以中国为核心枢纽的

“东亚＋东盟”生产网络与美国主导下的北美生产网

络日益疏离，致使全球价值链不断收缩，甚至出现孤

岛现象。 伴随着全球价值链的重构，一场声势浩大

的新技术革命席卷而来。 无人工厂、工业互联网等

智能制造模式异军突起，电商零售、在线金融、在线

研发等新业态日益普及。 中国各级政府密集出台关

于数字经济、数字平台、新基建的政策措施，推动

“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成为中国经济实现

“弯道超车”的重大战略支撑。
数字科技不仅是驱动国际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更是重塑全球价值链生态体系的动力源。 后疫情时

代，全球价值链重构究竟会走向何方，是短链化，还
是继续分化延展？ 即便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世
界银行等机构联合发布的《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

（２０１９）》，也只给出了“存在不确定性影响”的模糊

评价［１］ 。 有鉴于此，本文从生产自动化、分布式制

造、供应链 ４．０、数字贸易、大数据营销、远程服务等

多维度视角，深入剖析数字经济推动全球价值链分

工延展与回缩融合的机理，研判总体走向，提出应对

策略，以期为中国产业价值链体系在时代巨变的过

程中顺势而为、行稳致远提供决策借鉴。

一、数字经济驱动全球价值链
延展的机理分析

　 　 数字科技助力更多微观经济主体嵌入全球价值

链，推动全球价值链不断衍生新节点，化解长价值链

条的控制难题，破解成本与风险约束，消弭信息鸿

沟，从而驱动全球价值链的深度延展。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８－１１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际生产短链化与中国产业链安全研究”（２１ＢＧＪ０４９）。
作者简介：伦蕊，女，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河南郑州　 ４５００１６）。 郭宏，男，河南财经政法大学东北亚研

究中心主任、教授（河南郑州　 ４５０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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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数字科技助力更多微观经济主体融入全球价

值链

数字科技的发展降低了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参与

门槛。 原本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处于边缘位置

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以及那些因生产率劣势和成本

约束难以融入全球价值链的中小微企业，抓住数字

化机遇，与全球价值链建立起某种关联。 例如，智能

制造助力中小微企业朝着技术前沿面持续逼近，数
字平台为企业搜索高性价比投入品提供便利，网络

银行及资金众筹等新型融资工具降低了企业融资成

本，大数据营销帮助企业精准刻画用户画像、搭建专

属营销场景，互联网和机器翻译拉近了中小微企业

与跨国公司的文化距离，网络资讯使企业紧密追踪

国际标准从而降低了监管合规成本……实际上，不
仅中小微企业可以借助上述途径成功融入全球价值

链，甚至独立设计师、网红带货主播、网约货车司机

等自然人也可通过各种数字平台参与全球价值链活

动。 更多国家、更多地区、更多微观经济主体加入全

球价值链分工体系，逐渐形成了开放畅联的价值

网络。
２．数字科技推动全球价值链不断衍生新节点

在产业层面，数据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催生了

大量新兴产业及传统产业的创新应用。 如围绕制造

环节衍生出供应链管理、产品生命周期管理、总承包

管理、个性化定制服务、总集成服务等新业态。 依托

数字平台，产业内逐渐形成以产品为核心的多方协

作生产模式，推动着产品内分工的持续细化。 如围

绕汽车产品衍生出云计算、地图定位、流量推广、网
络商城、广告拍摄等一系列关联配套服务。

在区域层面，数字科技推动了全球价值链不断

衍生新节点。 网络平台在特定地理区域内催生出大

量彼此关联的企业群落，在各地形成功能集成的智

能制造供应链体系。 根据梅特卡夫法则，参与网络

的企业越多，网络给予企业的价值也就越大。 因此，
随着网络用户和数据量的直线攀升，集聚群落的凝

聚力持续增强，吸引着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融入产

业链群生态体系。
３．工业互联网平台有助于化解长价值链条的控

制难题

数字科技使“链主”企业对整条供应链的统筹

调配变得容易。 产业链群生态体系中，“链主”企业

率先构建基于 ＣＰＳ 技术的智能工厂，搭建渗透到所

有关键领域的“物及服务联网”。 核心厂商、原材料

零配件供应商、互补品生产商、大学与科研院所、中

介机构、公共品和政策供给者、消费者等各类参与方

散布于世界各地，但它们通过数字化和“上云”，在
互联网平台的统筹调度下协同完成全部价值链活

动。 作为资源和信息“汇集池”的工业互联网，具备

全局协调、多维感知、动态优化、敏捷响应和智能决

策等重要特性［２］ 。 在互联网平台中处于数据中枢

地位的“链主”企业，能够接触到产品全生命周期的

完整数据，可以实时监测供应链运转状态，有能力精

准预测需求变化，因而也拥有对全球价值链进行跨

层实时调度的能力。 可以说，工业互联网平台推动

了供应链的可视化、可感知、可调节发展，帮助“链
主”企业实现对复杂价值链的精准控制，打破了空

间距离对价值链长度的限制，促使全球价值链在地

理分布上持续扩散。
４．数字科技帮助长价值链条破解成本与风险

约束

企业对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受成本和风险因素

制约，而成本与风险的变化与数字技术革命密切相

关。 以对价值链长度极为敏感的物流成本为例，数
字化产品和服务的运输成本趋近于零，传统物品贸

易的物流成本也因自动驾驶汽车、物联网跟踪系统

等新技术的应用而大幅下降。 据麦肯锡（ＭＧＩ）统

计，仅物联网的应用，就使得运输及通关时间节约

１６％—２８％［３］ 。 历来受物流成本高和储运损耗高

困扰的生鲜食品供应链明显受益。 沃尔玛中国公司

正是借助区块链技术强化了供应链链间成员的泛在

连接及信任关系，明显减少了信息延迟、断链与浪费

等风险，并因此获得了消费者的极大好评［４］ 。
与长价值链条相伴而生的价值链违约风险，也

可借助数字科技得以有效遏制。 在全球价值链贸易

中，产品往往要进行多次跨境交易，常常出现信息不

对称、契约不完备等问题，在地缘政治摩擦与贸易保

护主义等不利影响下，价值链违约风险呈现逐级放

大态势。 区块链、数据平台、物联网等新兴技术可以

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信息不完全、不对称等问题。 如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智能合约，其数据库就具备去中

心化、可追溯、自带“契约锁”等特征，充分保证了长

价值链条各参与方信息互换的安全性，降低了对企

业声誉及信誉的验证成本、追溯成本。
５．供应链 ４．０ 消弭长价值链条信息鸿沟

数字经济时代，来自消费端的需求信息成为企

业维持高效运转的关键要素，但在长价值链条上普

遍存在着供需之间天然的信息鸿沟。 例如，一家新

加坡企业为泰国的磁盘驱动器制造商提供配套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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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丝，这批来自泰国的磁盘驱动器又将运往中国的

笔记本电脑组装厂，但这些上游公司都感知不到美

国零售商所发现的消费终端需求变化（见图 １）。 而

拥有更先进管理实践经验的供应链 ４．０ 可以有效解

决上述问题。 供应链 ４．０ 以增强跨生产阶段进度协

调等关键管理能力为目标，致力于推动供应链的端

到端可视化、可预测及可共享。 在供应链 ４．０ 模式

下，研发设计、工艺改进、品牌传播、渠道拓展等各阶

段运营主体，均可与用户在线互动，整条供应链可以

快速评估和及时响应需求变化，从而克服长链条、多
层级模式下生产端与需求端的过度疏离问题，驱动

全球价值链深度延展（见图 ２）。

图 １　 传统供应链模型

图 ２　 集成的供应链生态系统

二、数字经济加速国际生产
短链化的机理分析

　 　 数字科技在促进全球价值链深度延展的同时，
也表现出逆全球化特性。 它加速制造环节回流发达

国家本土，简化工序流程，推动全球价值链迈向区域

化、扁平化发展方向，为国际生产布局的收缩回流提

供了极大的可能性。
１．数字科技本身具有逆全球化特性

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出现的人工智能、大数据、云
计算等大量颠覆性技术创新，虽然为产品、服务乃至

生产要素的全球化流动与配置带来便利，但也在某

些特定领域遏制了全球化的进一步扩张［５］ 。 从企

业层面来看，借助颠覆性技术创新，企业得以持续开

辟新的利基市场。 因此，那些掌握尖端科技的头部

企业，都极其关注研发创新活动的内部化，以便最大

限度地减少技术成果外溢，尽可能延长新产品获取

超额收益的时间周期，这非常不利于技术领先企业

的全球布局。 从产业层面来看，由于现阶段数字科

技的规模经济边界还不清晰，数字产业进行规模扩

张的成本导向性并不明确，尚未形成大规模复制乃

至向海外扩张的强大动力。 从国家层面来看，政府

部门投入巨资支持科技创新，也高度重视尖端科技

领域的垄断优势。 如美国对中国华为和中兴等光电

设备领军企业采取的“卡脖子”制裁，就是意欲将其

创新性最强、附加值最高的研发活动尽可能地保留

在本土。 综上，出现于第四次工业革命早期阶段的

大量新兴数字科技，基于其本身蕴含着的某种反全

球化力量，显著增强了全球价值链的内敛化趋势。
２．生产自动化推动制造环节回流发达国家本土

劳动力成本套利曾经是塑造现代国际生产格局

的重要力量之一，但生产自动化的普及，使越来越多

的跨国公司不再热衷于追逐劳动力成本套利机会。
根据国际机器人联盟的估算，２０１３—２０１８ 年，全球

工业机器人销量的年均增长率基本保持在 １３％，
２０２２ 年全球工业机器人的保有量预计接近 ４００ 万

台［６］ 。 另据数据中国（ ＩＤＣ）对产业数字化进程的

预测，到 ２０２３ 年，全球半数以上的制造业供应链将

在不同程度上引入人工智能。 研究表明，自动化工

序把创新能力与制造能力紧密结合起来，所带来的

生产方式变革可使生产效率提高 ３０％，从而在一定

程度上弥补发达国家本土劳动力成本高、熟练产业

工人不足、产业配套薄弱等劣势，为高端制造业回迁

发达国家本土提供了可能。 未来随着工业机器人售

价的不断下降以及性能的迭代升级，加之工业物联

网所带来的工序协调成本下降，离岸外包业务将加

速回流发达国家本土。
３． ３Ｄ 打印技术大幅简化工序流程

３Ｄ 打印技术带来的生产流程简化效应，同样是

导致全球价值链收缩的重要动力。 目前，３Ｄ 打印技

术在一些高收入国家（瑞士、新加坡和丹麦）和一些

新兴经济体（中国和墨西哥）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

用。 通用电气公司在其调研报告中指出，３Ｄ 打印技

术不仅可以明显提升设备使用寿命，还能大大简化

生产环节，部分项目的生产流程甚至可以缩短至原

先的 １ ／ １８。 通过采用以节能高效著称的 ３Ｄ 打印

（又称增材制造）技术，制造商不再依赖单一的传统

工艺，也不必购买昂贵的生产工具，就能够开展设

计、评估、测试工作，并从事备件生产和小批量部件

制造，高端制造的进入门槛也大幅下降。 各地均可

方便快捷地建造自成体系的完整工序，分布式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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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应运而生，生产阶段重新整合，国际生产组织方

式发生革命性变迁。
４．跨境电子商务推动全球价值链扁平化发展

跨境电子商务增强了需求因素对于价值链布局

决策的影响。 在以极低成本开设的互联网店铺中，
即使是销售量微不足道的长尾端商品，也得到了在

线展示的机会。 线上销售帮助企业紧密追踪需求变

化从而获取长尾经济效应，这推动着越来越多企业

“触网”转型，跨境电商风生水起。 跨境电商拉近了

制造商、销售方与消费者的距离，生产端和消费端在

网店直接对接，线下的批发、零售、仓储及场地租赁

等中间环节都不再必要，海外分销网作用亦迅速下

降。 全球价值链逐渐摆脱层级体系的约束，趋向扁

平化发展，由以往的串联模式转向并联模式。 全球

价值链的组织运营活动在变得层级更少、更加市场

化及模块化的同时，也更快捷，甚至走向实时化。
５．数字贸易规则博弈驱动全球价值链区域化

发展

后疫情时代，传统商品贸易受到强烈冲击，数字

贸易却迅速壮大。 数字经济模式下涌现出大量涉及

多次跨境的复杂价值链产品。 以世界贸易组织为代

表的传统多边贸易治理体制显然已难以适应新的生

产关系。 为保障合同的有效执行和数据的跨境流

动，与复杂价值链产品相配套的深度贸易协定应运

而生。 北美、欧盟、中国－东盟及中日韩自由贸易区

等各类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在搭建联系与对话机

制、推动多领域协同行动、确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方面，逐渐拥有更多话语权。 以《全面与进步跨太

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ＣＰＴＰＰ）和《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ＲＣＥＰ）为代表的区域性自贸协定，均
对数字贸易的规则体系做出了有益探索。 新业态、
新分工格局以及新诉求推动着国际贸易规则走向重

构，越来越多的多边主义全球化合作机制被双边协

定甚至单边霸权所取代，国际生产布局的区域化、碎
片化特征凸显。

三、数字经济时代全球价值链重构
走向的总体研判

　 　 数字科技的发展在产品或服务形态、生产运营

方式和供应链关系领域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变化。 其

中一些变化导致全球价值链变得更为集中和纵向一

体化，另一些变化则导致价值链布局日益分散化。
至于全球价值链在各种因素的合力作用下将走向何

方，还须结合特定国家、具体产业、不同“链主”企业

的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１．全球价值链纵向分工回缩，横向集聚加强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暴发后，民粹主义在西方

国家大行其道，一些持有民粹主义观念的西方国家

领导人大力推行国家干预主义，使国际合作日渐匮

乏。 到了后疫情时代，中美战略竞争、发达国家政策

内倾化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相叠加，使全球价

值链分工体系遭受严重破坏，甚至面临局部断链和

割裂风险。 数字科技的迅速普及，则从微观层面加

速了跨国协作体系的分裂进程。 以物联网平台为代

表的数字科技，大幅提升了生产和物流效率，跨国公

司追寻劳动力成本套利机会的动机逐渐弱化，尽量

靠近客户的选址策略受到更多重视，回流和近岸生

产成为全球价值链重构的重要趋势。 可以预见，未
来越来越多的离岸生产将被在岸生产、近岸生产所

取代，国际生产本土化、周边化、区域化将成为全球

范围内的普遍现象。
在全球价值链趋于收缩的同时，区域价值链合

作进一步走向深化。 北美、欧洲和亚洲“三极化”的
供应链体系日益成型。 “三极化”的区域供应链格

局能够兼顾供应链安全与效率，在未来可能的不利

冲击下将表现出更强的柔韧性。 后疫情时代，在供

应链 ４．０ 技术的支持下，三个极点内部各自构筑起

功能强大的“链群化”生态系统，区域闭环将成大势

所趋。 随着时间推移，在产业链集群的周边地区将

持续衍生具有协同、互补性质的配套产业体系，最终

这种既是水平分工又有垂直整合的产业链群逐步向

复杂生产网络演化。 以汽车这类不易运输的产品为

例，未来很可能在其所服务的市场形成区域性、多点

式布局。 如在中国、墨西哥、东欧各自建成区域性供

应链网络，分别面向亚洲、北美和欧洲汽车市场。 这

样既能最大限度地避免全球供应链收缩带来的经济

效率损失，又能保证分工协作的收益，因而形成纵向

分工回缩、横向集聚加强的全球供应链集群化发展

新态势。
近年来，新能源汽车巨头特斯拉公司，对其全球

价值链布局结构所进行的一系列调整，是全球价值

链“纵向收缩，横向延展”的真实写照。 汽车制造融

合了多领域知识与技能，一台整车的零配件常常超

过 ３ 万个，涉及钢铁、机械、化工、纺织、电子等行业

的大量细分领域，需要运用新材料、新能源、计算机、
ＧＰＳ 定位等，因而传统的汽车产业价值链相当长。
特斯拉成功地将数字科技融入汽车制造流程，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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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推动了汽车产业价值链的数字化、集成化和短链

化发展。 例如，采用内燃机传动系统的传统燃油汽

车，仅运动部件就有 ２０００ 多个。 但特斯拉电动汽车

的传动系统只需要大约 ２０ 个运动部件，仅此一项就

导致电动汽车配件的供应商数量急剧下降。 目前，
特斯拉只有约 ３００ 家核心供应商，集中分布在美国、
中国、德国等少数国家。 但在宝马公司，４５００ 家供

应商遍布全球 ５０ 个国家，尼桑的供应商体系也已发

展到全球 ５０００ 家的庞大规模［７］ 。 显然，电动汽车

的迅猛发展，为头部厂商开展产品的垂直一体化整

合提供了便利，推动全球汽车产业价值链从复杂的

长链条向简洁的短链条加速演化。
随着旧的纵向供应链体系逐步瓦解，新的横向

供应链网络也日渐成型。 就特斯拉在中国的供应链

布局来看，其分化衍生的速度令人惊叹。 作为特斯

拉全球最大生产基地的上海超级工厂，零部件国产

化率从 ２０１９ 年的 ３０％逐步提升到当前的 ９５％。 其

供应链体系中不乏像宁德时代、福耀玻璃之类的汽

车零配件领军企业，也有长盈精密、蓝思科技等跨界

加盟的消费电子巨头。 迄今为止，为特斯拉直接供

货及提供各种配套资源的中国上市公司数量已达

１８６ 家，并且这一队伍还在不断壮大中。 这些企业

绝大部分位于距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 ５００ 公里范围

之内。
２“数字产业化”推动数字产业价值链延展，“产

业数字化”引发传统产业价值链收缩

数字经济时代的全球价值链逐步演变为全球数

字价值链。 数字价值链是在两个相互并行且彼此交

织的层面同步构建的：一是数字产品替代传统货物

或服务产品，从而形成全新的数字内容价值链或数

字服务价值链。 如围绕数字视频、数字音乐、数字书

籍、数字游戏等数字产品构建的全球数字价值链。
二是原有产业发展范式下形成的新兴行业，接受数

字科技的颠覆性改造，形成传统产业与现代技术混

合叠加的数字价值链。 如谷歌公司立足于其海量数

据优势，牵头建立无人驾驶汽车平台，并在此基础上

与奥迪、沃尔沃等优势车企携手共建无人驾驶汽车

产业价值链。
上述第一条构建路径正是“数字产业化”的过

程。 伴随数字产业的迅猛发展，围绕新兴数字科技

形成的全球数字产业价值链急剧扩展。 以工业机器

人制造业为例，工业机器人是一种能够灵敏感知、自
主决策和独立执行的智能化生产机器。 近年来，工
业机器人产业的全球价值链不断垂直分离，发展演

化出从上游减速器、控制器、伺服电机、伺服驱动器

等关键零部件制造商，到中游本体制造商，再到下游

系统集成服务商的完整链条，以及周边的能源、材
料、运输、设备生产和维护、设计、测试、封装等关联

配套企业。 价值链上的各个节点也在同步分化，如
设计环节裂变衍生出设计服务公司。 目前，仅在位

于上游的关键零部件制造领域，围绕绿的谐波、双环

传动、汇川技术、中大力德、埃斯顿、埃夫特－Ｕ、亿嘉

和等上市公司，就形成了一系列高成长性、高附加值

的高端制造企业群落［８］ 。
第二条构建路径是通过工业互联网、云计算以

及社交网络等数字产品不断改造传统制造业和服务

业，即“产业数字化”进程。 与“数字产业化”的影响

效应恰恰相反，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有力地推动

着全球价值链的回撤和收缩。 仍以工业机器人为

例，该价值链本身的加速延展，与其产品应用领域相

关产业的价值链回缩现象形成鲜明对比。 工业机器

人早期多应用于汽车制造、３Ｃ 电子电器等高端制造

行业，后逐渐在金属加工、食品医疗、通信等行业得

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有力地带动了传统制造过程

的智能化和高效化。 可以说，工业机器人等智能化

生产装备的性能持续提升、成本显著下降，将是纺

织、服装、食品、饮料、皮革、制鞋、造纸、家具等劳动

密集型制造业重返发达国家本土的技术触发因素。
综上，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对于全球价值

链重构走向的影响效应是截然相反的。 作为数字经

济发展之先导部门的数字产业，其发展壮大的过程

不断衍生分化出大量细分产业，推动全球价值链持

续延展。 而作为数字产业化的应用结果，传统制造

部门的数字化转型推动着全球价值链加速收缩。 当

我们将观察的视角进一步推进到那些实施数字化转

型的传统产业中去，会发现两极分化的现象依然存

在。 数字化转型实施得愈深入的生产制造部门，全
球价值链回缩的动力也就愈强。 以在华跨国公司向

发达国家本土的回流现象为例，抽样调查的结果显

示，２００５—２０１７ 年，从中国回迁美国本土的企业集

中分布在电子设备、电气机械、运输设备等制造领

域［９］ 。 研究者指出，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极力倡导

的“机器锻造”等智能化生产方式，为这些新型制造

工厂 率 先 回 归 美 国 本 土 提 供 了 重 要 的 技 术

支持［１０］ 。
３．企业总部在物理空间内集聚，离岸业务在数

字空间内扩散

数字时代的价值链空间布局，呈现出数字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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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与物理空间链并存的新格局。 Ｇｅｒｅｆｆｉ 等指出，在
生产者驱动型价值链上掌握核心科技与行业标准，
在购买者驱动型价值链上垄断品牌资源和销售渠

道，是跨国公司“链主”维持其价值链霸权地位及攫

取最大化利益的根本保障［１１］ 。 为了构建上述优

势，研发资源和市场规模因素在跨国公司总部布局

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 以医药制造产业价值链为

例，其专利研发强烈依赖高端人才、临床实验环境以

及资金供给，因而大型制药企业趋向于在某些优势

地区集中分布。 目前，作为全球生物制药企业重要

集聚地之一的美国大波士顿地区，凭借着在此云集

的世界顶尖高校、技术一流的教学医院、充裕的创投

资金及有力的支持政策，成为全球极具竞争力的生

物制药企业群落，吸引着全球 ＴＯＰ２０ 制药企业中的

１６ 家在此设立总部据点［１２］ 。 未来此类高科技产业

部门因其战略意义，更将成为发达国家回迁政策关

注的焦点，其位于国外的研发中心、利润中心向母国

回流的步伐将不断加快。 特别是受中美战略竞争影

响，那些将美国作为主要出口市场或高端零部件来

源地的高技术产业，如工业机器人和高速铁路等，其
研发总部向美国本土回流的意愿尤其强烈。

当跨国公司总部向优势地区物理集聚的同时，
其运营活动却在数字空间内“遍地开花”。 目前，全
球半数以上的服务贸易已实现全流程数字化。 在数

字科技的加持下，管理咨询、个性化定制家居等许多

原本需要与用户或产品面对面接触才能实现的增值

型服务，都可以远程操作、离岸提供。 产品数字化之

后，厂商直接在线上交易平台将产品交付购买方或

者订阅用户，并通过远程控制软件提供各种配套服

务。 就连产品研发设计的成果，也能以数据包的形

态在不同企业间进行数字交付。 虚拟现实、增强现

实与视频会议技术的融合打破了时空限制，机器翻

译为从事远程工作的海外雇员提供关键支持，数字

变革使发展中国家熟练劳动力得以通过国际远距离

通勤方式为跨国公司提供服务。 总之，产品在线交

付、服务远程提供、劳动力远距离通勤，这些变化使

企业的运营活动沿着互联网触达世界各地，并在当

地催生出大量相伴生的关联配套企业。
凭借强大的数据搜索、存储、加工、传输和分析

能力，互联网平台成为空间链的新载体和调控者。
它在调控数字空间链的过程中，间接整合物理空间

链中的跨境资源，促进全球价值链突破物理空间的

时空局限性，在数字空间内无限延展。 价值链各参

与方通过与数字空间的对接、融入，高效便捷地获取

信息、技术等核心资源，其获益程度甚至远超在物理

空间的集聚效应。 全球价值链在数字空间内的离散

发展与在物理空间内的总部集聚，将成为其空间形

态未来演变的典型特征。
４．“链主”企业实施聚焦、进取或权变战略，导致

差异化的价值链重构走向

新冠肺炎疫情的突然暴发和反复震荡，使现有

网状经济结构的断链风险更为凸显。 建立自主可控

的供应链成为跨国公司普遍关注的新焦点，全球价

值链朝着本土化、周边化与区域化方向发展。 但数

字科技的广泛应用，又为全球供应链效率性与安全

性的兼顾提供了新的机遇，从而对后疫情时代全球

价值链的重构方向产生长期影响。 此外，具体的企

业决策还受到消费者、竞争对手、当地劳动力市场、
能源及原材料供给、金融资源的可用性、关税、政府

管制、舆论环境等外部因素的综合影响。 不同的战

略选择体现着跨国公司对全球价值链重构走向的认

知差异，这是决定全球价值链未来演进的微观基础。
一些跨国公司实施相对保守的聚焦战略，以适

应全球价值链日益凸显的回缩态势。 此类公司不断

推动生产要素向相对安全的区域转移、聚集，从而对

环境中持续上升的风险因素做出及时避让。 如近年

来日本佳能关停珠海工厂、飞利浦照明关停深圳工

厂，就是技术进步、成本、效率、政策与地缘政治因素

发生交互作用，从而影响跨国公司战略动向的典型

例证。
另一些跨国公司实施相对激进的进取战略，尝

试在全球价值链的重构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 此类

公司密切关注全球价值链断链、重构进程中的种种

不确定性，但并不打算将组织资源大量用于对风险

的消极避让。 它们看到危机中蕴藏的威胁，但更强

调危机中即将涌现的机遇，从而成为推动全球价值

链分工继续深化的中坚力量。 以小米科技有限公司

为例，自 ２０１３ 年开始，这家最年轻的世界 ５００ 强企

业通过战略联盟、参股、孵化入股等方式，全力打造

“云计算＋ＡＩ＋大数据”技术支撑体系，构建起“共生

共存、万物互联”的小米生态链。 目前，小米生态链

将手机硬件作为核心点，由近及远扩展到手机周边、
智能设备、日常生活用品这三大圈层，涉及领域涵盖

智能硬件、软件、互联网服务、新零售、游戏、文化娱

乐、教育、金融、汽车等方面。 可以说，小米公司通过

构建开放竞争生态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了新冠

肺炎疫情、中美战略竞争等不利因素对其所处全球

价值链的负面冲击，表现出超凡的战略应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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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还有一些跨国公司采取相机抉择的权变

战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一方面，放弃中国市

场的代价是不可承受的，因而大部分跨国公司不太

可能将生产线全部搬离中国。 但另一方面，未来大

幅追加投资同样存在风险，较可能的情况是继续维

护和完善在中国境内现有的生产线布局，同时不断

优化投资结构，提升在高附加值、低碳化产业部门的

投资比重，以更好地响应需求变化。 例如，２０１９ 年，
三星集团宣布关闭在中国的最后一家制造工厂，但
随即又宣布 “将在当地投资 ８０ 亿美元生产内存

芯片” ［１３］ 。

四、数字经济时代全球价值链
重构的中国应对

　 　 全球价值链的数字化变革过程，同时也是国际

生产关系的重构过程。 为使中国企业顺势而为，在
获得数字经济赋能的同时化解产业链安全风险，并
最终以中国“智能制造”实现对全球价值链的高端

嵌入，应从国家、产业和企业等不同层面构建多元化

应对体系。
１．以数字基建夯实产业链安全根基

在自动化生产大幅削弱劳动力成本跨国套利的

吸引力之后，数字基础设施成为影响全球制造业价

值链布局的关键因素，全球制造产能逐渐向数字科

技更发达、数字基础设施更完备、数据规模更大的特

定区域集聚。 为此，未来中国须加快完善数字经济

发展所必需的数字型基建体系，主要包括：网络通信

类基础设施（５Ｇ 基建、物联网、工业互联网等）、信
息技术类基础设施（云计算、区块链等）、算力类基

础设施（大数据中心、超算中心等）、融合应用类基

础设施（智捷交通、智慧能源等）、公益科技类基础

设施（产业共性技术研发平台等）。 尤其要加快工

业互联网标准制定、新品研发、装备测试、产融协同、
国际协作等领域的顶层设计和重大部署，着力打造

产学研用共建共享、联动聚力的工业互联网体系。
２．大力提升数字产业发展能级

要重点依托量子计算、５Ｇ 等优势产业，巩固发

展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关键产业，前瞻布局区

块链、虚拟现实等未来产业，做大做强电子信息、集
成电路等基础产业，提升数字产业发展能级。 培育

数字科技先发优势，继续加大对“卡脖子”技术的协

同攻关力度，引导民营企业和社会资本积极参与建

设大科学装置，重点支持为智能制造提供支撑的高

档数控机床、智能仪器仪表等高端装备产业、大数据

产业以及数字领域关键共性技术、基础前沿技术的

发展，鼓励领军企业主导国际行业标准的制定。 拓

宽数字产业融资渠道，完善股权激励、科技成果奖励

和人才“孵化器”等引才育才政策，深度挖掘数字科

技全新应用场景，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数据安全

维护和市场竞争监管等政策支撑体系，加快形成产

业、科技、财税、金融、市场等领域政策合力。
３．围绕“链主”企业打造数字化链群生态圈层

围绕“链主”企业开展产业链招商，深入实施

“锻链、延链、补链”工程。 支持“链主”企业统筹整

合零部件配套企业、外部物流企业、能源动力企业、
批发零售企业乃至金融企业，为打造良性健康的产

业链生态圈层夯实产业基础。 鼓励“链主”企业建

立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针对产业链上下游和行业

内中小微企业，提供需求追踪、技术咨询、方案集成

等一揽子增值服务，助力中小企业顺利实现“上云

用数赋智”。 支持数字平台企业与领军型制造企业

携手研发，在基础操作系统、关键软件、智能传感器、
工业大数据、模拟分析等领域实现重大技术突破，引
领供应链迭代升级。 推动产业链与产业集群交融共

生，加快培育以数字平台为支撑、以创新生态为动

能、以优势产业为根基的产业链群生态体系。 在内

外部动力源的助力下，推动产业链群圈层体系朝着

集聚集约、根植共生、开放竞争的方向进阶。
４．紧抓数字机遇构建以中国为主导的区域价

值链

在西方国家民粹主义思潮迭起的时代背景下，
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已走向部分“脱钩”。 在发

达国家积极签署将中国排除在外的高水平自由贸易

协定之时，中国应抓住新时代全球经贸规则重塑、全
球价值链重构的重要机遇，对内全面升级数字连通

性，以超大规模市场拉动高端数字设施的进口替代，
对外实施垂直型自由贸易协定战略，积极参与全球

数字贸易规则体系的制定，借助“一带一路”布局推

动空间信息走廊的共建共享，加快构建以中国为主

导的“一带一路”价值链和以中国为核心枢纽的东

亚价值链，为促进形成新发展格局下的双循环体系

夯实基础。 其中，积极探索构建以中国为主导的

“一带一路”价值链，依托中国产业发展的既有优

势，加强与沿线国家在 ５Ｇ、量子计算、人工智能、工
业互联网等领域的深度合作。 加快构建以中国为核

心枢纽的东亚价值链，从局部领域率先实现高端嵌

入是更加现实可行的路径。 以汽车制造为例，应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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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发挥中国在工业机器人、５Ｇ 通信、无人驾驶等领

域的先行优势，依托中国成熟的产业配套网络、庞大

的国内市场规模，充分释放中日韩供应链协作潜力，
稳步提升中国在东亚汽车产业价值链中的核心枢纽

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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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落实情况、制度完善与分区域保供路径

刘　 慧　 　 赵一夫

　　摘　要：实行粮食安全党政同责把粮食安全这个国之大者的重要性提升到崭新的政治高度。 ２０２１—２０２２ 年，
地方党委和政府都把扛稳粮食安全责任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初步见到实效。 下一步，在制

度上要细化主产区、产销平衡区和主销区的考核指标并强化考核结果的运用。 三大区域在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

责、保障粮食供给方面，应采取不同措施：主产区在保障自身粮食供给的同时还要努力增加净调出量，重点是以新

增和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为主要抓手，进一步夯实粮食生产的“良田”基础；产销平衡区粮食供给主要依靠自己，重
点是将新增和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与高效节水灌溉、撂荒地整治等工程同步实施，加快补齐粮食生产的农田水利

设施短板；主销区粮食供给主要依靠主产区，要在巩固区域内粮食生产的同时积极拓展外部粮源渠道。
关键词：粮食安全；党政同责；播种面积；区域差异；路径

中图分类号：Ｆ３２６．１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３）０１－００５２－０９

　 　 ２０２０ 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地方各

级党委和政府要扛起粮食安全的政治责任，实行党

政同责。”２０２１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实行粮食

安全党政同责”；《２０２１ 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把粮

食产量纳入宏观经济调控指标；２０２１ 年新修订的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第一次在国务院的行政法规

中明确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应当落实粮食安全

党政同责”。 ２０２２ 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全面落实

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并明确“主产区、主销区、产销

平衡区都要保面积、保产量”。
粮食是一种全国性的公共品，粮食的战略性和

特殊性决定了其管理责任主体主要是政府［１］ 。 我

国实行粮食安全责任制度由来已久，为让地方政府

切实承担起保障本行政区域粮食安全的主体责任，
我国自 １９９４ 年开始实施“米袋子”省长负责制，自

２０１５ 年开始实施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并建立了考

核机制。 多年的实践证明，省长责任制在保障我国

粮食供应、稳定市场价格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粮

食安全党政同责是对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的巩固扩

大，把粮食安全这个国之大者的重要性提升到崭新

的政治高度，对抓粮的责任主体进行升格和明确，将
地方党委也纳入保障本行政区域粮食安全问责的主

体范畴［２］ 。 ２０２０ 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到 ６． ６９ 亿

吨，连续 ６ 年保持在 ６．５ 亿吨以上，人均粮食产量自

２０１２ 年起持续保持在 ４５０ 公斤以上，粮食库存尤其

是稻谷和小麦等口粮作物库存持续处于高位。
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在我国粮食多年丰产、库

存比较充足的情况下，中央还要对粮食生产如此重

视？ 相比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粮食安全党政同责

的核心内涵是什么？ 近期来看， 落实情况如何？ 下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１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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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制度上应如何完善？ 在此基础上，分区域保障

粮食供给的路径是什么？ 回答这些问题，对于切实

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缓解主产区经济社会生态

压力，全面提升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与水平具有

重要意义。

一、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的提出背景
与核心内涵

　 　 回答为什么在我国粮食多年丰产、库存比较充

足的情况下，中央还要对粮食生产如此重视的问题，
需要了解其提出背景并在比较分析中对粮食安全党

政同责的核心内涵进行界定。
（一）提出背景：国内中长期粮食产需仍将处于

紧平衡状态和全球粮食供给体系不稳定性增加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粮食产量实现高位攀升，
人均粮食产量和粮食库存持续增加，可以说，中国饭

碗不仅牢牢端在自己手中，而且饭碗里主要装的是

中国粮。 但是，我们还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是人口

大国，在中长期国内粮食产需仍将处于紧平衡状态

和全球粮食供给体系不稳定性增加的背景下，粮食

安全这根弦要始终绷紧，要以国内稳产保供的确定

性来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从国内看，一是农业资源禀赋先天不足。 我国

耕地资源、淡水资源分别只占全球的 ９％、５％，但人

口却占全球的 １８％［３］ 。 更为严峻的是，耕地数量还

在减少，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下称“三调”）数据较

第二次全国国土调查（下称“二调”） 数据减少了

１．１２９亿亩，同时局部耕地质量变差，部分地区出现

耕地“非粮化”倾向等问题突出。 二是粮食需求仍

呈刚性增长态势。 在我国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和营养

结构转型升级过程中，虽然人均粮食消费量在下降，
但是人均肉禽蛋奶等消费量还将不断增加。 如果动

物产品生产与消费结构保持不变，那么将会带动玉

米、大豆等饲料粮需求同步增长［４］ 。 三是主产区粮

食增产压力越来越大。 ２０１２—２０２０ 年，１３ 个主产区

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占全国的比重分别由 ７１．６％、
７５．７％提高至 ７５．４％、７８．６％，而 １１ 个产销平衡区和

７ 个主销区粮食平均自给率都快速下滑［５］ 。
从国际看，受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地缘冲突以

及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全球粮食供给体系不稳定

性增加。 据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 ＩＦＰＲＩ）统计，全
球已有 ２０ 多个国家实施了粮食出口限制令，限制品

种包括小麦、玉米、面粉等，在加剧国际粮价波动的

同时威胁着粮食进口国和各国弱势群体的粮食安

全［６］ 。 虽然这些国家与我国稻麦贸易关联程度相

对较小，短期来看对我国粮食安全影响并不大，但是

受国际市场特别是俄乌冲突以来化肥等农业生产资

料价格急剧上涨的影响，国内化肥、农用柴油等价格

普遍上涨，种养业的生产成本显著增加［７］ 。 为缓解

农资价格上涨对农民种粮增支的影响，２０２１ 年中央

财政向实际种粮农民发放一次性农资补贴 ２００ 亿

元，２０２２ 年中央财政分三批累计下达补贴资金 ４００
亿元。 可见，面对全球粮食安全挑战，任何国家都无

法独善其身。
（二）核心内涵：进一步强化地方党委和政府保

障粮食安全的责任意识

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的核心内涵是进一步强化地

方党委和政府保障粮食安全的责任意识，体现在责

任追究、责任承担、责任延伸三个方面（见表 １）。
表 １　 粮食安全党政同责与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的对比差异

差异方面 粮食安全党政同责 来源 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 来源

责任追究 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
现代化的意见》

各省（区、市）人民政府
《关于建立健全粮食
安全省长责任制的
若干意见》

责任承担

主产区、主销区、产销平衡区都要保面
积、保产量，不断提高主产区粮食综合
生产能力，切实稳定和提高主销区粮食
自给率，确保产销平衡区粮食基本自给

细化粮食主产区、产销平衡区、主销区
考核指标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
２０２２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
点工作的意见》

《“十四五” 推进农业农村现
代化规划》

主产区要增加粮食产量，
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要
稳定和提高粮食自给率

《关于建立健全粮食
安全省长责任制的
若干意见》

责任延伸
将落实全年粮食播种面积作为粮食安
全党政同责考核的重要内容，落实到市
到县到地块

《农业农村部下发通知要求压
紧压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确
保粮食种足种满不撂荒》

将粮食生产目标任务细
化分解到市县

《关于 ２０２０ 年度认
真落实粮食安全省
长责任制的通知》

　 　 在责任追究上，实行粮食安全党政同责标志着

我国对粮食安全的责任追究从行政问责上升为政治

问责，这是最重要的差别。 党政同责简单讲就是指

开展某一项工作，党委和政府要一起管、一起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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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负责担责。 目前，中央已明确要党政同责的领域

有生态环境、食品安全、安全生产、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粮食安全、耕地保护等，这些都与老百姓的生命

和生存权利息息相关。 实行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充分

体现了我们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初心使命和执政理

念，将实际掌握重大事项决策权的地方党委纳入保

障本行政区域粮食安全问责的主体范畴，意味着地

方党委和政府要从讲政治的高度把粮食安全作为事

关全局、事关长远的“一把手”工程，共同扛稳粮食

安全的重任，对本行政区域粮食安全负总责［８］ 。
在责任承担上，粮食安全党政同责更加强调粮

食产销平衡区和主销区也要共同担负起保障粮食安

全的重任。 ２０１５ 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建立健全粮

食安全省长责任制的若干意见》要求，主产区要增

加粮食产量，产销平衡区和主销区要稳定和提高粮

食自给率，配套的《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考核办法》
也将全国分为粮食主产区和非主产区两大区域，对
部分指标设置了不同的考核分值。 粮食安全党政同

责明确提出，主产区、产销平衡区、主销区要各自承

担不同的粮食生产责任，即主产区要不断提高粮食

综合生产能力，产销平衡区要实现粮食基本自给，主
销区要稳定和提高粮食自给率，并要求细化主产区、
产销平衡区、主销区考核指标。

在责任延伸上，粮食安全党政同责更加强调地

方要落细落实具体工作。 自 ２０１８ 年起，粮食安全省

长责任制考核要求在做好基础内容考核的同时突出

对年度重点任务的考核。 《关于 ２０２０ 年度认真落实

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的通知》首次将保持粮食播种

面积和产量基本稳定列入年度重点工作任务，要求

将年度粮食生产目标任务细化分解到市县。 粮食安

全党政同责下，农业农村部将粮食播种面积作为约

束性指标要求落实到市到县到地块，地方要求基层

分季节、分茬口、分品种落实到镇、村、户及地块。

二、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落实情况

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落实情况如何？ 简单讲就是

看是否完成了中央下达的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目标

任务。 其中，粮食播种面积是决定三大区域粮食产

量最关键的因素［９］ ，也是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考核的

约束性指标，那么，稳定和增加粮食播种面积就成为

三大区域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共同的首要任务。
为突出重点并考虑到粮食产量是参考性指标且受气

候、自然灾害等不可控因素的影响较大［１０］ ，现分区

域主要分析粮食播种面积落实情况。
（一）全国粮食播种面积、产量、单产都稳中

有增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

个五年规划和 ２０３５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十四

五”时期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目标是超过 ６．５ 亿

吨。 ２０２１ 年和 ２０２２ 年中央一号文件都提出粮食播

种面积保持稳定、产量超过 ６．５ 亿吨的年度总目标。
经国务院审定，农业农村部每年年初将粮食生产目

标任务分解下达到各省 （区、市） 人民政府，各省

（区、市）人民政府据此制定本行政区域粮食生产年

度总目标和分品种播种面积目标并逐级分解落实。
２０２１—２０２２ 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分别为１７．６４

亿亩、１７．７５ 亿亩；产量分别为 ６．８３ 亿吨、６．８７ 亿吨；
单产分别为 ３８７ 公斤 ／亩、３８６．７８ 公斤 ／亩；两年的粮

食平均播种面积、平均产量、平均单产较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年分别增加了 ２３４９ 万亩、１８０２ 万吨、５．０９ 公

斤 ／亩。 其中，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在连续 ５ 年下滑后

自 ２０２１ 年起连续两年实现增长。
分品种看，２０２１—２０２２ 年，全国稻谷、小麦、玉

米、大豆的平均播种面积分别为 ４．４５ 亿亩、３．５３ 亿

亩、６．４８ 亿亩、１．４ 亿亩；平均产量分别为 ２．１１ 亿吨、
１．３７ 亿吨、２．７５ 亿吨、１８３４ 万吨；除大豆外，其他三

个品种都接近甚至超过了《“十四五”全国种植业发

展规划》制定的目标①。 实际上，２０２２ 年大豆播种

面积、产量较上年分别增加了 ２７４２．５ 万亩、３８９ 万

吨，也实现了年初制定的“双扩”目标。
分区域看，主产区、产销平衡区、主销区的粮食

播种 面 积 比 由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年 的 平 均 ７５． ４８ ∶
２０．４２ ∶ ４．１０改善为 ２０２１—２０２２ 年的平均 ７５． ２６ ∶
２０．５８ ∶ ４．１６，平均产量比由 ７８．７３ ∶ １７．００ ∶ ４．２７ 改

善为７８．３８ ∶ １７．３１ ∶ ４．３１。
总体看，２０２１ 年和 ２０２２ 年，全国粮食播种面

积、产量都完成了中央下达的年度总目标，全国稻

谷、小麦、玉米播种面积、产量都接近甚至超过“十
四五”制定的目标，全国大豆播种面积、产量也都在

稳步增加。 粮食生产布局趋于改善，主产区粮食增

产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
（二）主产区、产销平衡区和主销区粮食播种面

积均有所增加

１．主产区粮食播种面积继续高位增加

２０２１—２０２２ 年，１３ 个主产区合计粮食播种面积

分别为 １３． ２９ 亿亩、１３． ３５ 亿亩；合计产量分别为

５．３６亿吨、５．３７ 亿吨；单产分别为 ４１０．８６ 公斤 ／亩、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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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８．６４ 公斤 ／亩；两年粮食平均播种面积、平均产量、
平均单产较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年分别增加了 １４０４ 万亩、
１１７７ 万吨、４．９４ 公斤 ／亩。 其中，１３ 个主产区各自的

粮食播种面积均有所增加，贡献了全国增量的

５９．８％。
以黑龙江、河南、山东、安徽、吉林 ５ 个产粮大省

为例分析主产区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落实情况。 黑龙

江把粮食生产任务列入政府工作报告和省委常委会

工作要点并进行常态化督办，同时将粮食生产任务

纳入全省主要经济考核指标；河南定期召开党委常

委会会议或专题会议听取粮食安全工作汇报，把粮

食安全责任落实情况、粮食生产任务完成情况与项

目资金安排、专项扶持政策挂钩；山东持续将“粮食

生产稳定度”指标纳入市县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

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体系，并增加“粮食

播种面积”指标在考核中的比重；吉林成立了以省

委书记、省长任“双组长”的粮食安全工作暨黑土地

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出台了加强粮食生产措施 ３０
条；安徽在全国率先制定了《省委常委会委员粮食

安全工作责任清单》 《省政府领导班子成员粮食安

全工作责任清单》，推动市县党委、政府全部出台

“两个清单”。
如表 ２ 所示，２０２１—２０２２ 年，５ 个产粮大省实际

完成的粮食播种面积合计分别为 ７００６４． ４ 万亩、
７０３９９．６５ 万亩，两年粮食平均播种面积较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年增加了 ６７０．２７ 万亩，都完成了年初制定的目

标。 但是，主产区继续增加粮食播种面积的空间越

来越小②。 以一年一熟制的黑龙江和吉林为例，
２０２２ 年两省的粮食播种面积在其耕地面积中的占

比已分别高达 ８５．４％、７７．２％。 而且，产粮大省往往

也是农业大省，还承担着保障其他重要农产品供给

的重任。 例如，２０２１ 年山东不仅生产了全国 ８．５％
的粮食，而且生产了全国 ９．８％的肉蛋奶和 １１．２％的

蔬菜。
表 ２　 ５ 个产粮大省粮食播种面积落实情况

产粮大省
耕地面积
（万亩）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年
粮食平均播种
面积（万亩）

２０２１ 年 ２０２２ 年

年初目标
（亿亩）

实际完成
（万亩）

年初目标
（亿亩）

实际完成
（万亩）

２０２１—２０２２ 年粮食平均
播种面积较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年增加（万亩）

黑龙江 ２５７９０ ２１５８２ ＞２．１５ ２１８２６．９５ ＞２．１８ ２２０２４．８ ３４３．８８
河南 １１２７１．１ １６１０５．５ ＞１．６ １６１５８．４５ ＞１．６ １６１６７．６ ５７．５３
山东 ９６９２．８ １２４４６．２５ ＞１．２ １２５３２．６５ ＞１．２ １２５５８．３ ９９．２３
安徽 ８３２０ １０９３２．７５ １．０９４ １０９６４．４ ＞１ １０９７１．３ ３５．１
吉林 １１２４７．７５ ８４９５．２５ ０．８５５ ８５８１．９５ ＞０．８６ ８６７７．６５ １３４．５５
合计 ６６３２１．６５ ６９６４６．５ — ７００６４．４ — ７０３９９．６５ ６７０．２７

注：河南、山东、安徽农作物多为一年两熟或两年三熟，所以出现粮食播种面积大于耕地面积的情况。 耕地面积数据来自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年初粮食播种面积目标数据来自各省政府文件，实际完成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

　 　 ２．产销平衡区扭转了粮食播种面积多年下滑的

趋势

２０２１—２０２２ 年，１１ 个产销平衡区合计粮食播种

面积分别为 ３．６３ 亿亩、３．６５ 亿亩；合计产量分别为

１．１７ 亿吨、１．２ 亿吨；平均单产分别为 ３２８．４３ 公斤 ／
亩、３２９．９１ 公斤 ／亩；两年粮食平均播种面积、平均产

量、平均单产较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年分别增加了 ７４９ 万

亩、５２２ 万吨、３．３７ 公斤 ／亩。 其中，１１ 个产销平衡区

各自的粮食播种面积都在增加，贡献了全国增量的

３１．９％，扭转了多年下滑的趋势。 例如，２０２１ 年山西

夏粮播种面积为 ８０５．２６ 万亩，是连续 １１ 年下滑以

来的首次增长。
以粮食需求缺口相对较大的陕西、甘肃、贵州、

广西 ４ 省（区）为例分析产销平衡区粮食安全党政

同责落实情况［１１］ 。 陕西采取对党委政府考核面

积、对部门考核产量的措施，通过推动具备条件的耕

地恢复一年两料种植、开展撂荒地综合整治和统筹

利用等途径来稳定粮食播种面积；甘肃定期对粮食

安全责任制落实情况及考核工作进行督导、评估，把
具备条件的撂荒地优先纳入高标准农田建设范围，
推动撂荒地开发利用；贵州将粮食生产情况纳入乡

村振兴实绩考核和高质量发展考核，大力开展撂荒

耕地排查整治工作并鼓励支持撂荒地恢复种粮；广
西将粮食安全纳入设区市绩效考核和乡村振兴战略

实绩考核，把撂荒耕地治理作为保障粮食安全的重

要抓手。
２０２１—２０２２ 年，４ 省（区）实际完成的粮食播种

面积合计分别为 １６９３７．５５ 万亩、１６９７０．２５ 万亩，两
年平均值较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年增加了 ２９３．９６ 万亩，都
完成了年初制定的目标，都将整治撂荒地作为当前

稳定和提高粮食播种面积的重要途径（见表 ３）。 但

是撂荒地大多是丘陵山区坡地或细碎地块，农田水

５５

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落实情况、制度完善与分区域保供路径


